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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之理:廖平经学的法理向度

喻　 中

(中国政法大学　 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摘　 要〕在 １９ 世纪八九十年代ꎬ廖平既是华夏世界中颇具代表性的经学家ꎬ也是极具创造性的思想家ꎮ 在

尊孔的原则下ꎬ廖平的经学为戊戌变法提供了深厚的、源出于儒家的思想基础与法理依据ꎮ 廖平经学先后经历

了“六变”ꎬ其中的“前三变”ꎬ分别着眼于经学上的“今古之分”“尊抑之分”与“小大之分”ꎬ从各个不同的方面ꎬ
持续不断地为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兴起的“变法之议”奠定了“变法之理”ꎮ 廖平关于“变法之理”的阐述ꎬ既展示了

其经学的法理向度ꎬ同时也代表了中国法理学在戊戌变法时期的主要成就ꎮ 从中国近代法理学的演进过程来

看ꎬ廖平的法理学既是儒家的法理学ꎬ同时也是玄想的法理学ꎬ既具有鲜明的民族性ꎬ也具有世界性ꎮ
〔关键词〕廖平ꎻ经学ꎻ法理ꎻ孔子ꎻ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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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ꎬ廖平(１８５２—１９３２)占
据了某种相对特殊的地位ꎮ 冯友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

代著成«中国哲学史»ꎬ其作为一部中国哲学通史ꎬ
终点就是廖平及其哲学ꎮ 倘若只看冯著的结构ꎬ
如此安排颇具象征意义ꎬ“廖平之学ꎬ实为中国哲

学史中经学时代之结束ꎮ 自此方面观之ꎬ则廖平

在哲学史中之地位ꎬ亦有相当重要”ꎮ〔１〕

宣称“廖平之学”在哲学史上“相当重要”ꎬ
可以得到章太炎的认同ꎬ正如其«程师»篇所言:
“余见井研廖平说经ꎬ善分别今古文ꎬ盖惠、戴、
凌、刘所不能上ꎮ” 〔２〕 按照这样的评价ꎬ廖平对经

学的贡献ꎬ超过了惠栋、戴震、凌曙、刘逢禄诸人ꎬ
廖平经学几乎可以代表清代以来经学研究的最

高成就ꎮ 与章太炎(字枚叔)并称“二叔”的刘师

培(字申叔)也很推崇廖平ꎮ 据说ꎬ“刘申叔每谓

先生‘长于«春秋»ꎬ善说礼制ꎬ其洞澈汉师经例ꎬ
魏晋以来ꎬ未之有也’ꎮ 求廖氏之学ꎬ当以刘说为

归ꎮ” 〔３〕如果依刘师培之见ꎬ那么ꎬ廖平的经学ꎬ从
魏晋以来ꎬ也是无出其右的ꎮ 廖平弟子蒙文通还

认为ꎬ“今古学之重光ꎬ实自廖师ꎬ亦即两汉学之

明自廖师ꎬ廖师实为近代推明今古学之大匠

矣ꎮ” 〔４〕言下之意ꎬ颇有必要把汉代至近代的两千

年经学史ꎬ作为评估廖平经学的尺度ꎬ这就进一

步凸显了廖平经学的贡献与意义ꎮ
中国法理学史绕不开廖平ꎬ因为ꎬ廖平经学

与 １８９８ 年的戊戌变法及其所代表的近代中国的

改制、变法乃至革命ꎬ都具有密不可分的渊源关

系ꎮ 换言之ꎬ廖平经学有一个重要的向度ꎬ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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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ꎬ为戊戌变法所代表的近代中国的改制、变法

乃至革命寻求理据ꎬ简要地说ꎬ就是寻求变法之

理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ꎬ寻求、建构、铺陈变法之

理ꎬ堪为廖平经学的法理向度ꎮ 寻求变法之理ꎬ
为变法提供法理ꎬ就是廖平在中国法理学史上留

下的主要印迹ꎮ 廖平的法理学ꎬ主要就是围绕着

变法之理而展开的ꎮ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廖平一向偏居西蜀ꎬ

戊戌年间ꎬ廖平并未参与北京的维新变法活动ꎬ
没有在 “南书房行走” 或 “总理衙门章京上行

走”ꎬ也不是戊戌变法之际全国言论界的旗帜与

领袖ꎬ为什么说廖平为戊戌变法提供了法理支

撑、奠定了法理基础? 为什么说廖平在中国法理

学史上的贡献集中体现为变法之理? 要回答这

样的问题ꎬ有必要先看四川省井研县(廖平故乡)
一个九旬老人在 ２００９ 年发表的评论:“廖平的经

学影响ꎬ与戊戌变法有直接的因果关系ꎮ” 〔５〕 这种

出于基层精英或地方乡贤的观点ꎬ虽然没有经过

严格的学术论证ꎬ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ꎬ廖平

经学与戊戌变法之间的内在关联ꎮ
当然ꎬ如果要比较正式地理解廖平经学之于

戊戌变法的意义ꎬ那就绕不开康有为ꎮ 在一定程

度上ꎬ廖平经学为戊戌变法提供的法理支撑ꎬ主
要是通过康有为的理论和实践来实现的ꎮ

在戊戌变法的过程中ꎬ康有为才是中心人

物ꎬ这是毫无疑问的ꎮ 正如萧公权所见ꎬ“康有为

在历史上占一席之地ꎬ部分(也可能主要)是因

他在戊戌变法中扮演了主导的角色”ꎬ〔６〕 亦即扮

演了戊戌变法的“主角”ꎮ 然而ꎬ这个“主角”关

于变法的思想ꎬ尤其是关于变法的理据ꎬ在相当

程度上是由廖平的经学塑造而成的ꎮ
作出这个判断的依据包括但不限于:其一ꎬ

张之洞的观点ꎮ 一方面ꎬ张之洞与康有为有直接

的交往ꎮ １８９５ 年ꎬ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南

京接待了康有为ꎬ“等康氏以上宾ꎬ但很不赞成

«孔子改制考»中的论点”ꎮ〔７〕 另一方面ꎬ张之洞

是廖平之师ꎬ对廖知之更深ꎬ且多有提携ꎬ也多有

鞭策ꎮ 在戊戌变法日益迫近的 １８９７ 年ꎬ张之洞

致电时任湖南学政的江标ꎬ宣称:公羊改制之新

说ꎬ“创始于四川廖平ꎬ而大盛于广东康有为”ꎬ〔８〕

这就指出了廖康之间的源流关系ꎬ同时也指出ꎬ
廖平才是改制新说之源ꎮ 其二ꎬ湖南闻人叶德辉

在致他人的信中直接确认:“康有为之学出于蜀

人廖平”ꎮ〔９〕其三ꎬ章太炎为廖平写的墓志铭称:
“闻南海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议论多宗君”ꎮ 章太炎还说ꎬ“廖君”之学凡六

变ꎬ“康氏所受于君者ꎬ特其第二变也”ꎮ〔１０〕 按ꎬ
“康氏所受于”廖平经学的“第二变”ꎬ主要见于

廖平 １８８８ 年著成的«知圣篇»«辟刘篇»(后来改

名为«古学考»)ꎮ 其中ꎬ“辟刘”的主题就是批判

刘歆之伪经ꎬ亦即康氏所说的“新学伪经”ꎻ“知
圣”的主题则是尊崇孔子之改制ꎬ亦即康氏所说

的“孔子改制”ꎮ 代表廖平经学“二变”的两篇著

作ꎬ与康有为旨在鼓吹变法的两部纲领性著作ꎬ
确实具有相当明显的源流关系ꎮ

在以上三点之外ꎬ蒙文通对廖康之间的思想

源流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ꎬ他说ꎬ廖氏“及既与

南海康有为见于广州ꎬ康氏遂本廖师之«今古学

考»«古学考»以作«新学伪经考»ꎬ本其«知圣篇»
以作«孔子改制考»ꎬ康氏之学实以龚、魏为依

归ꎬ而未穷廖师之柢蕴ꎮ 梁启超谓康氏之学非自

廖氏ꎬ而盛推龚、魏以及于南海ꎬ是为实录ꎬ知师

固莫如弟子ꎮ 惟«伪经» «改制»两考ꎬ不能谓非

受影响于廖师ꎬ特自有廖氏学ꎬ不得以康氏之言

概廖氏学耳”ꎮ〔１１〕 据蒙文通之言ꎬ廖氏之学影响

康氏之学ꎬ主要体现在:康氏的“«伪经» «改制»
两考”本于廖氏的«今古学考»«古学考»及«知圣

篇»ꎻ当然ꎬ康氏之学还有其他的源头ꎬ而廖氏之

学的抱负也远远超过了康氏之学ꎬ康氏之学并不

足以穷尽廖氏之学(详后)ꎮ
巧合的是ꎬ对于廖氏弟子蒙文通的这番叙

述ꎬ康氏弟子梁启超基本上也是承认的ꎮ 其«清
代学术概论»有言:“今文学运动之中心ꎬ曰南海

康有为ꎮ 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ꎬ非其创作者

也ꎮ 有为早年ꎬ酷好«周礼»ꎬ尝贯穴之著«政学

通议»ꎬ后见廖平所著书ꎬ乃尽弃其旧说ꎮ 平ꎬ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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闿运弟子”ꎬ“平受其学ꎬ著«四益馆经学丛书»十
数种ꎬ颇知守今文家法”ꎬ“有为之思想ꎬ受其影

响ꎬ不可诬也ꎮ” 〔１２〕

梁启超的叙述提供了两个方面的信息:其
一ꎬ今文经学的中心ꎬ在梁启超看来ꎬ应当是其师

康有为ꎮ 这样的评价是否公允ꎬ我们暂且不论ꎬ
但他随即提到的人物就是廖平ꎬ而且ꎬ廖平对康

有为的思想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ꎬ因为ꎬ康有为

“见廖平所著书”之后ꎬ居然“尽弃其旧说”ꎬ这样

的影响不可谓不显著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ꎬ“有
为之思想”确实受到了廖平的形塑ꎮ 其二ꎬ康有

为并非今文经学的“创作者” (亦即创造者)ꎬ虽
然ꎬ梁启超没有在此明确指出ꎬ哪些人堪为今文

经学的“创作者”ꎬ但是ꎬ从康有为与廖平的关系

来看ꎬ同时结合前文引证的张之洞等人的评论ꎬ
廖平显然可以归属于这样的“创作者”ꎮ 按照梁

启超对廖康关系的理解ꎬ廖平还可以说是最主要

的“创作者”之一ꎮ 在廖康之间ꎬ相对于康有为

的“集成者”身份ꎬ廖平的“创作者”身份意味着

更强的原创性、独创性、开创性ꎮ
综上所述ꎬ康有为作为戊戌变法的“主角”ꎬ

他推动变法、设计变法所依赖的思想资源ꎬ在相

当程度上源于廖平ꎮ 廖平及其经学与戊戌变法的

关系ꎬ由此得以彰显:通过康有为的言与行ꎬ廖平

为戊戌变法提供了思想基础与法理依据ꎮ
由此说来ꎬ廖平经学既是戊戌变法的思想引

擎ꎬ同时也为戊戌变法奠定了厚植于华夏传统的

思想根基ꎮ 由于廖平经学提供的思想理据ꎬ深刻

地满足、回应了变法尤其是戊戌变法的内在需

求ꎬ因而ꎬ廖平提供的思想理据ꎬ可以称为变法之

理ꎮ 这样的变法之理ꎬ既表达了廖平经学的法理

向度ꎬ也体现了廖平法理学的理论形态ꎬ同时ꎬ还
可以展示近代中国在 １９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主流

法理ꎬ因为那个时代的主流精神就是变法ꎮ
基于以上的认知ꎬ立足于展示近代中国在戊

戌变法时期的主流法理ꎬ为了揭示廖平经学的法

理向度ꎬ为了描述廖平在中国法理学史上作出的

贡献ꎬ有必要把廖平关于变法之理的法理学说ꎬ

予以专门的研究ꎮ 因此ꎬ下文的基本思路是:先
从本源上、源头上论述廖平建构的基础性的变法

之理ꎮ 接下来ꎬ根据廖平经学的变迁ꎬ从三个不

同的阶段ꎬ分述廖平寻求变法之理的历程ꎮ 最

后ꎬ归纳廖平法理学的特质ꎮ

一、在“变法之议”中寻求变法之理

廖平享年 ８１ 岁ꎬ从事研究和著述的时间超

过半个世纪ꎮ 在廖平所著的各种经学著作中ꎬ影
响最大的几种ꎬ当属 １８８３ 年开始孕育、１８８６ 年成

书的«今古学考»ꎬ以及 １８８８ 年所写的«知圣篇»
与«辟刘篇»ꎬ等等ꎮ 可见ꎬ廖平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

代ꎬ亦即比戊戌变法提前十年ꎬ就已经写出了自

己的代表作ꎬ就已经为戊戌变法奠定了根植于中

国传统ꎬ尤其是儒家传统的法理根基ꎬ从而初步

建构了关于变法的法理学ꎮ 以当下的理论话语

来说ꎬ这还是一种典型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精

神、中国气派的法理学ꎮ
廖平法理学的重心在于寻求变法之理ꎮ 然

而ꎬ廖平关于变法之理的寻求ꎬ并非出于纯粹的

个人兴趣或个人偏好ꎮ 他的那些看似远离现实

的经学著作ꎬ其实是积极回应现实、回应时代的

产物ꎮ 对此ꎬ蒙文通有明确的提示:“廖师既通

«谷梁»ꎬ明达礼制ꎬ以«谷梁»、«王制»为今文学

正宗ꎬ而«周官»为古学正宗ꎬ以«公羊»齐学为消

息于今古学之间ꎬ就礼制以立言ꎬ此廖师学根荄

之所在ꎮ 于时变法之议起ꎬ潘、翁方当国ꎬ «公

羊»之说大行ꎬ世之学者竞言改制ꎮ” 〔１３〕

这里专门提到“当国”的“潘、翁”ꎬ是指潘祖

荫(１８３０—１８９０)与翁同龢(１８３０—１９０４)ꎮ 其中

的潘氏ꎬ偏好公羊学ꎬ对“«公羊»之学”的盛行起

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ꎮ 潘氏于 １８８０ 年任国史馆

总裁ꎬ从 １８８２ 年起ꎬ先后任礼部尚书、兵部尚书、
工部尚书等要职ꎬ像左宗棠这样的名臣ꎬ都曾受

到潘氏的提携ꎮ 与潘氏同龄的翁氏ꎬ于 １８８２ 年

出任军机大臣ꎬ深得光绪皇帝的信任ꎬ并在后来

的戊戌变法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ꎮ 如果要

论“潘、翁”二人同时“当国”的时代ꎬ那就是 １９
—４２１—

　 ２０２３. ２􀅰学者专论



世纪 ８０ 年代ꎬ亦即廖平经学走向成熟的时代ꎮ
据蒙文通所述ꎬ在“潘、翁” “当国”的 １９ 世

纪 ８０ 年代ꎬ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变法之议起”ꎬ
那个时代ꎬ举世之学者“竞言改制”ꎬ这就是说ꎬ
关于变法、改制的议论盛极一时ꎮ 虽然ꎬ戊戌变

法迟至 １８９８ 年才正式发生ꎬ但是ꎬ关于“变法之

议”早在十多年前的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ꎬ就已经成

为时代之强音ꎬ成为举世学者“竞言”的中心议

题ꎬ同时也成为了十多年后戊戌变法的前奏ꎮ 而

且ꎬ“世之学者”竞相发表的“改制之言”ꎬ其实就

是“变法之议”ꎮ
由此看来ꎬ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的语境中ꎬ变

法即改制ꎬ改制即变法ꎮ 因而ꎬ廖平旨在寻求的

变法之理ꎬ亦可以称为改制之理ꎬ反之亦然ꎮ 而

且ꎬ廖平寻求的变法之理还隐含了革命之理(详
后)ꎮ 从求同的方面来看ꎬ无论是改制还是革命ꎬ
都意味着法的改变ꎬ这是两者的共性ꎻ两者之间

的差异在于:革命是根本法的改变ꎬ是“另起炉

灶”式的改变ꎻ改制是不涉及根本法的改变ꎬ是在

“原有炉灶”基础上的改变ꎮ 因而ꎬ在廖平的经

学中ꎬ无论是改制之法理ꎬ还是革命之法理ꎬ都可

以由变法之理来统领ꎮ
廖平在 １９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相关著述中ꎬ

较多地使用了“改制”一词ꎮ 譬如ꎬ在«经话甲编

卷二»中ꎬ廖平写道:“改制为«春秋»大门ꎬ自来

先师多不得其意ꎮ 凡«春秋»所讥非礼ꎬ皆周制ꎮ
«春秋»斟酌四代以定一尊ꎬ故即事见讥ꎬ以起改

制之意ꎮ” 〔１４〕 这句 “经话”ꎬ比较典型地体现了

“六经注我” 之旨趣ꎮ 从表面上看ꎬ这是在说ꎬ
“改制为«春秋»大门”ꎬ要深入地理解«春秋»ꎬ应
当着眼于“改制”这道门径ꎻ凡«春秋» “见讥”之
事ꎬ都是为了表达“改制之意”ꎮ 然而ꎬ正是此处

的关于“«春秋»大门”之议ꎬ揭示了廖平经学的

旨趣:起改制之意ꎬ求变法之理ꎮ 因而ꎬ廖平的经

学ꎬ在相当程度上ꎬ就是那个时代兴起的“变法之

议”在经学层面上的表达ꎬ堪称是以经学的外衣

包装起来的“变法之议”ꎮ 在形式上ꎬ廖平说的

是关于«王制»«周礼»之学ꎻ在实质上ꎬ他讲的是

改制变法之理ꎮ
职是之故ꎬ“改制”也可以说是“改时制”ꎬ亦

即“改变”特定时代的“法制”或“制度”ꎮ 譬如ꎬ
在廖平看来ꎬ«春秋»试图宣扬的“改制”就是“改
时制”ꎬ遗憾的是ꎬ“«春秋»改时制ꎬ人多不明此

意ꎮ” 〔１５〕世人多不明白的“改时制”ꎬ主要是指ꎬ孔
子作«春秋»ꎬ就是要改变流行于孔子时代的周

制ꎮ
如果说ꎬ改制、变法是理解«春秋»的一把钥

匙ꎬ是深入«春秋»堂奥的门径ꎬ且«春秋»的精神

实质就是改制变法ꎬ那么ꎬ由«春秋»所承载的改

制变法ꎬ其法理依据是什么? 对此ꎬ廖平有直接

的回答ꎬ他说:“经学以素王为主ꎮ 受命改制ꎬ乃
群经大纲ꎬ非«公羊»一家之言ꎬ惟«公羊»盛行于

汉ꎬ故其说独详耳ꎮ” 〔１６〕原来ꎬ在“改制”之前还有

两个字ꎬ那就是“受命”ꎮ 这里的“受命”ꎬ既是对

“改制”的修饰ꎬ同时还为改制提供了直接的法

理依据:受命ꎮ 所谓“受命”ꎬ就是“接受天命”ꎮ
原来ꎬ是天命为孔子的改制变法提供了法理依

据ꎮ 这就是“受命”与“改制”之间的因果关系ꎮ
既然“受命改制”构成了孔子改制变法的法

理依据ꎬ那就不能轻易地忽略过去ꎬ因而ꎬ廖平在

«论语汇解凡例»中ꎬ针对“受命制作”提供了专

门的解释:“经义非天子不云天生ꎬ不托天命ꎮ
«论语»动言天命ꎬ孟子以孔子为五百年继周之王

者ꎬ又云‘仲尼不有天下’ꎬ即所谓素王之说也ꎮ
«论语»本记微言ꎬ故多非常可骇之论ꎮ 斯文则统

承文王ꎬ躬稼则事比禹稷ꎮ 叹凤鸟之不至ꎬ商饩羊

之可存ꎮ 即以从周而论ꎬ鲁国大夫ꎬ周家臣子ꎬ从
周夫何待言? 况言从ꎬ即有不从之义ꎬ本系受命ꎬ
故语异常科ꎮ 后人不知此义ꎬ谓圣语皆属庸言ꎬ学
僮发口ꎬ便思攀拟ꎬ苟有异同ꎬ皆以俗解销灭其迹ꎮ
以金科玉检之秘书ꎬ下同«急就»、«蒙求»之读

本ꎮ 天生至圣ꎬ见解不出三家村学究之外ꎬ斯可

伤也ꎮ 须知示人行习ꎬ别有专书ꎬ庠序微言ꎬ不可

轻授ꎬ六经粗通大义ꎬ方可语以精微ꎮ 苟不明等

级ꎬ妄欲实践圣言ꎬ则亡身丧家ꎬ自罹刑网ꎬ乃归

过«论语»ꎬ晚矣ꎮ” 〔１７〕 这里的“受命制作”就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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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改制变法ꎮ 这段话解释的辞条虽然是“受命制

作”ꎬ但它的重心是“受命”ꎬ亦即接受天命ꎮ
按照廖平之见ꎬ孔子接受天命确有其事:“孔

子‘五十知天命’ꎬ实有受命之瑞ꎬ故动引‘天’为
说ꎮ 使非实有征据ꎬ则不能如此ꎮ” 〔１８〕如果把“知
天命”解释为“知悉、收到、接受天命”ꎬ如果相信

这个事实ꎬ那么ꎬ孔子就是“继周之王者”ꎬ亦即

周天子之位的继承者ꎮ 但是ꎬ孔子并不实际拥有

天下ꎬ也无天子之位ꎮ 像孔子这样ꎬ已经收到上

天的任命书(天命)但又并未真正拥有天子之位

的人ꎬ就是素王ꎮ 孔子之所以可以“制作”(亦即

改制、变法)ꎬ就是因为他是素王ꎬ获得了素王的

身份ꎬ就意味着得到了上天的授权ꎬ亦即有天命

作为推行改制变法的法理依据ꎮ
素王的身份既是改制变法的法理依据ꎬ也可

以作为革命的法理依据ꎮ 在«孔子和今文学»
中ꎬ“‘素王’说是必须以‘革命’论作为根据的”ꎮ
“‘素王’说若不把‘革命’论作为前提ꎬ当然就不

免被认为是‘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了ꎮ”但只要以

“革命论”作为前提ꎬ“素王论”就是很好理解的ꎮ
因为ꎬ“很显然ꎬ如果没有‘革命’来‘易姓改代’ꎬ
圣人如何能受命而王ꎮ 故只讲‘素王’而不讲‘革
命’ꎬ称王便失掉根据ꎮ 反过来ꎬ如果没有‘素王’
的‘一王大法’ꎬ‘革命’便将无所归宿ꎬ故只讲‘革
命’而不讲 ‘素王’ꎬ ‘革命’ 便失掉行动的目

标ꎮ” 〔１９〕 按照蒙文通的这番识读ꎬ廖平的“素王

论”既是“改法论”ꎬ同时也是“革命论”ꎬ在这个

意义上ꎬ素王改制、素王变法、素王革命ꎬ具有同

样的方向ꎬ它们虽然有不同的性质ꎬ但“改”“变”
“革”的方向都是以新换旧ꎬ这就是它们的共性ꎮ
原来ꎬ廖平反复讲的“改制”ꎬ其实还包含了“革
命”之义ꎮ 只是ꎬ在戊戌变法之前的 １９ 世纪八九

十年代ꎬ因为政治环境的限制ꎬ廖平不便于直接

讲革命的法理ꎬ只好以改制之理、变法之理的名义

来讲革命的法理ꎬ这就仿佛是孔子所运用的微言ꎮ
且说微言ꎮ 由于孔子是受命的素王ꎬ所以ꎬ

«论语»记载的孔子之言ꎬ多为微言ꎮ 譬如«论

语»中的“吾从周”ꎬ就不能像朱熹那样ꎬ仅仅从

字面上理解为“夫子美其文而从之”ꎮ〔２０〕 根据廖

平的逻辑ꎬ如果把孔子仅仅看成是鲁国的大夫、
周室的臣子ꎬ那么“从周”就是必然的、理所应当

的ꎻ除了“从周”ꎬ作为大夫、臣子的孔子还有别

的选择吗? 显然是没有的ꎬ既然没有选择ꎬ也就

无所谓“从周”还是“不从周”ꎮ 只有着眼于孔子

的素王身份ꎬ只有作为受命于天的“制作者”ꎬ孔
子才可以作出“从”或“不从”的选择ꎬ因而ꎬ“从
周”就同时包含了“不从周”之义ꎮ 含义如此丰

富的“吾从周”ꎬ就是«论语»使用的微言ꎮ 这样

的微言ꎬ乃是孔子受命制作的题中应有之义ꎮ 倘

若不知微言ꎬ就不能真正理解孔子ꎬ也不能真正

理解«论语»ꎬ更不能理解孔子的受命制作ꎮ
“吾从周” 仅仅是一个例子ꎮ 在一般意义

上ꎬ微言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言? «古学考»称:
“微言即今学家所传文王、素王作六艺改制之说

也ꎮ 不能明言ꎬ谓之微言ꎮ” 〔２１〕 由此说来ꎬ微言就

是隐微之言ꎮ 进一步看ꎬ«论语汇解凡例»共二

十八条ꎬ第一条就是对“微言”的解释ꎬ“«论语

谶»:‘仲尼没ꎬ弟子子夏等六十四人纂孔子微

事ꎬ以事素王ꎮ’此«论语»专说ꎮ 然则所录皆授

受微隐之秘传ꎬ非«孝经»、«礼经»明白显著日用

行习者可比ꎮ 盖天生孔子ꎬ祖述六经ꎬ师表万世ꎬ
匹夫制作ꎬ义属非常ꎬ翻旧为新ꎬ寓之前哲ꎬ实为

王者改制之事ꎬ犹托庶人不议之规ꎬ其中损益择

从、受命自作之事实ꎬ弟子著之此篇ꎬ故谓之微

言ꎮ 使非此篇之存ꎬ古文家尽夺孔经归之文周ꎬ
国史旧文无预尼父ꎬ学者亦随波逐流ꎬ无所依据ꎬ
以重光圣学矣ꎮ 宗庙百官之美富ꎬ不能久湮ꎬ及
门造膝之心传ꎬ势必更显ꎮ 非常之说ꎬ专属天生ꎬ
固不可终绝ꎬ亦非后人所得藉口ꎮ” 〔２２〕 据此ꎬ微言

还不能理解为普通的隐言或隐微之言ꎻ相反ꎬ微言

有特定的含义:在外在形式上ꎬ它遵循了“庶人不

议之规”ꎬ但在实质上ꎬ它表达了“王者改制之事”ꎮ
只有真正地理解了微言ꎬ才能理解:改制乃

王者改制ꎬ乃王者受命制作ꎮ 因而ꎬ改制其实是

一个立法活动ꎬ当然也是一个政治活动ꎬ绝不是

当代人所理解的学术活动ꎮ 孔子立法改制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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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ꎬ主要体现为«王制»ꎮ “孔子以«王制»为后世

法ꎮ 秦汉与«王制»不同世ꎬ遂不明此意ꎬ以«王
制»为无用之书ꎮ 不知后人阴被其福而不知”ꎮ
由此才可以理解ꎬ“素王改制ꎬ孔子有‘罪我’之

言ꎬ此义不能明说ꎬ谓之微言ꎬ故孟、荀皆以«王
制»为周礼ꎮ 盖既不能谓之为孔子礼ꎬ又不能谓

之夏、殷礼ꎬ孟、荀皆有素王天子之说ꎬ而以«王
制»为周礼者ꎬ心知其意ꎬ而口不能言耳ꎮ” 〔２３〕

正是因为受命与素王不可分ꎬ素王与微言不

可分ꎬ廖平才把三者联系起来ꎬ以解释孔子改制

的法理依据:“孔子以匹夫制度行事ꎬ具于«春

秋»ꎬ复推其意于五经ꎮ 孔子已殁ꎬ弟子纪其制

度ꎬ以为«王制»ꎮ «论语谶»:‘子夏六十四人撰

仲尼微言ꎬ以事素王ꎮ’即«王制»也ꎮ 此篇皆改

制事ꎬ不敢讼言ꎬ所谓微言ꎮ 王ꎬ即素王也ꎮ” 〔２４〕

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变法之议”兴起之际ꎬ廖平

以经学研究的方式寻求的变法之理ꎬ主要是由受

命、素王、微言三个概念来支撑的ꎮ 其中ꎬ受命为

改制变法提供了直接的法理依据ꎬ但是ꎬ受命改制

也可以说是素王改制ꎮ 因为孔子是素王(重心在

“王”字)ꎬ所以孔子可以改制变法ꎮ 不过ꎬ无论是

受命改制还是素王改制ꎬ都必须以微言来表达ꎮ
因此ꎬ受命论、素王论、微言论ꎬ可以作为孔

子改制或孔子变法的法理依据ꎮ 由于这样的法

理依据是孔子改制变法所依赖的法理依据ꎬ所以

具有典范意义ꎬ同时也具有普遍的法理意义ꎬ既
可以直接适用于孔子时代ꎬ也可以间接适用于廖

平时代ꎮ 这就是廖平为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变法

之议”奠定的基础性、源头性的法理依据ꎬ也是廖

平为十多年后的戊戌变法所进行的法理奠基ꎮ
在受命论、素王论、微言论的基础上ꎬ廖平针

对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兴起的“变法之议”ꎬ还提供了

更加直接、更具现实感、更有针对性的法理依据ꎮ
对此ꎬ有必要结合廖平经学的演进ꎬ从历时性的

角度ꎬ予以进一步的探讨ꎮ
廖平经学凡“六变”ꎮ 按照梁启超之见ꎬ廖

平的经学ꎬ“初言古文为周公ꎬ今文为孔子ꎻ次言

今文为孔之真ꎬ古文为刘之伪ꎻ最后乃言今文为

小统ꎬ古文为大统ꎮ 其最后说ꎬ则戊戌以后ꎬ惧祸

而支离之也ꎮ”不过ꎬ早年的廖平之学ꎬ“实有所

心得ꎬ俨然有开拓千古、推倒一时之概”ꎮ〔２５〕 廖平

经学的“前三变”ꎬ都发生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至戊

戌变法之际ꎬ且廖平经学的这三次变化在学术思

想史上的价值ꎬ受到了学界较为普遍的承认ꎮ 鉴

于本文的主题在于阐明廖平寻求、建构的变法之

理ꎬ以揭示廖平法理学与戊戌变法的关系ꎬ因而ꎬ
有必要着眼于廖平经学的“前三变”ꎬ按照从“初
变”到“二变”再到“三变”的顺序ꎬ依次描述廖平

为戊戌变法进行法理奠基的思想历程ꎮ

二、“今古之分”中的变法之理

廖平经学的 “初变” 集中体现为 “今古之

分”ꎬ亦即前引梁启超所说的“古文为周公ꎬ今文

为孔子”ꎮ 廖平经学“初变”的成果ꎬ主要体现为

１８８３ 年开始酝酿、１８８６ 年成书的«今古学考»ꎮ
此书是廖平的成名作ꎬ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ꎬ当
然还是承载他的“变法之理”的第一部重要著

作ꎮ “今古之分”中的变法之理ꎬ主要就体现在

这部著作中ꎮ
关于此书的写作背景与主要关切ꎬ廖平在

«与宋芸子论学书»中称:“国朝经学ꎬ顾、阎杂有

汉、宋ꎬ惠、戴专申训诂ꎬ二陈(左海、卓人)渐及

今古ꎻ由粗而精ꎬ其势然也ꎮ” 〔２６〕如果“二陈”对经

学的“今古之分”略有所知ꎬ那么ꎬ廖平的«今古

学考»则是关于经学“今古之分”这一疑难问题

的彻底解决ꎮ 对此ꎬ廖平在«初变记»中还有一

段更具体的自述:“乾嘉以前经说ꎬ如阮、王两

«经解»所刻ꎬ宏篇巨制ꎬ超越前古ꎬ为一代绝业ꎮ
特淆乱纷纭ꎬ使人失所依据ꎮ 如孙氏«尚书今古

文注疏»ꎬ群推为绝作ꎬ同说一经ꎬ兼采今、古ꎬ南
辕北辙ꎬ自相矛盾ꎮ 即如 ‘弼成五服ꎬ至于五

千’ꎬ就经文立说ꎬ本为五千里ꎬ博士据«禹贡»说
之是也ꎮ 郑注古文家ꎬ则据«周礼»以为万里ꎬ此
古、今混淆以前之通弊也ꎮ 至陈卓人、陈左海、魏
默深ꎬ略知分古、今ꎮ 孙氏亦别采古文说ꎬ专为一

书ꎬ然明而未融ꎮ”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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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廖平完成的“今古之分”及其学术思想

意义ꎬ蒙文通从多个不同的角度给予了解说ꎮ 其

一ꎬ揭示了孔子前后思想的变迁ꎬ以及分别对应

的受众:“廖师初年之学ꎬ以为今文者孔子晚年之

定论ꎬ邹鲁之士实闻之ꎻ古文者孔子初年之学ꎬ燕
赵之士皆闻之ꎻ孔子初年之学主从周ꎬ远方之士

闻而先归者传之ꎬ于后为古文学ꎻ晚年修 «春

秋»ꎬ则损益四代之制ꎬ自为一王之法ꎬ惟乡党之

士闻之ꎬ于后为今文学ꎮ” 〔２８〕 其二ꎬ堪为清学的

“三大发明”之一ꎬ标志着廖平经学的“自为一

宗”ꎮ 初ꎬ廖平“发愤于«春秋»ꎬ遂得悟于礼制ꎬ
«今古学考»成ꎬ而昔人说经异同之故纷纭而不

决者ꎬ至是平分江河ꎬ若示诸掌ꎬ汉师家法ꎬ秩然

不紊ꎮ 盖其识卓ꎬ其断审ꎬ视刘、宋以降游谈而不

知其要者ꎬ固倜乎其有辨也ꎮ 故其书初出ꎬ论者

比之亭林顾氏之于古音ꎬ潜丘阎氏之于«古文尚

书»ꎬ为三大发明ꎮ 于是廖氏之学ꎬ自为一宗ꎬ立
异前哲ꎬ岸然以独树而自雄也”ꎮ〔２９〕 其三ꎬ对一个

时代的经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ꎮ 廖平之学ꎬ
“以«王制»、«谷梁»鲁学为今学正宗ꎬ以«左氏»、
«周官»梁赵学为古学正宗ꎬ平分江河ꎬ若示诸掌ꎬ
千载之惑ꎬ一旦冰解ꎮ 先生«春秋»造诣之微ꎬ人不

易知ꎬ由«春秋»而得悟于礼制者ꎬ遂不胫而走天

下ꎬ皮氏(锡瑞)、康氏(有为)、章氏(炳麟)、刘氏

(师培)胥循此轨以造说ꎬ虽宗今宗古之见有殊ꎬ而
今古之分在礼ꎬ则皆决于先生说也ꎮ” 〔３０〕

既然«今古学考»如此重要ꎬ那么ꎬ它为那个

时代兴起的“变法之议”ꎬ提供了什么样的法理

依据呢? 查看«今古学考»书中所列的“今古学

宗旨不同表”ꎬ今学与古学的不同ꎬ共计三十余

处ꎬ其中的多种差异ꎬ都有助于为“变法之议”提
供“变法之理”ꎬ譬如ꎬ今学以«王制»为主ꎬ古学

以«周礼»为主ꎻ今学主因革ꎬ古学主从周ꎻ今经

皆孔子所作ꎬ古经多学古者润色史册ꎻ今为经学

派ꎬ古为史学派ꎻ今学意主救文弊ꎬ古学意主守时

制ꎻ今所改皆周制流弊ꎬ古所传皆礼家节目ꎻ今学

为孔子晚年之说ꎬ 古学为孔子壮年之说ꎻ 等

等ꎮ〔３１〕立足于今学与古学之间的这些差异ꎬ以及

廖平所持的今学立场ꎬ“变法之理”可以由以下

“三论”来支撑ꎮ
(一)主因革论

因革就是改变ꎮ “主因革”就是坚持改制变

法ꎮ 廖平区分今古之学ꎬ一个重要的指向就是

“主因革”ꎬ亦即为了突出变法之意ꎬ为了给变法

提供理据ꎮ 廖平说:“今、古之分ꎬ或颇骇怪ꎬ不知

质而言之ꎬ沿革耳ꎬ损益耳ꎮ 明之制不能不异于

元ꎬ元之制不能不异于唐宋ꎮ 今学多用殷礼ꎬ即仲

弓‘居敬’之意ꎻ古学多用周礼ꎬ即«中庸»‘从周’
之意ꎮ 今制与古不同ꎬ古制与今异派ꎬ在末流不

能不有缘饰附会之说ꎮ 试考本义ꎬ则如斯而已ꎬ
故不必色骇而走也ꎮ” 〔３２〕 即今古之分的要义ꎬ就
是为了突出“损益”ꎬ而“损益”的实质就是改制

变法ꎮ
在廖平看来ꎬ孔子就是“主因革”的身体力

行者ꎮ «论语»记载了孔子的两句话:其一ꎬ“周
监于二代ꎬ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ꎻ其二ꎬ“行夏

之时ꎬ乘殷之辂ꎬ服周之冕ꎬ乐则«韶舞»”ꎮ 这两

句话表达的观点是不同的ꎮ 前者主张“从周”ꎬ
代表了“孔子初年之言ꎬ古学所祖也”ꎬ后者是

“孔子晚年之言ꎬ今学所祖也ꎮ 又言夏殷因革ꎬ继
周者ꎬ百世可知ꎮ 按 «王制» 即所谓继周之王

也”ꎮ〔３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原来ꎬ“孔子初年问礼ꎬ有‘从周’之言ꎬ是尊

王命、畏大人之意也ꎮ 至于晚年ꎬ哀道不行ꎬ不得

假手自行其意ꎬ以挽弊补偏ꎻ于是以心所欲为者

书之«王制»ꎬ寓之«春秋»ꎬ当时名流莫不同此议

论ꎬ所谓因革继周之事也ꎮ 后来传经弟子因为孔

子手订之文ꎬ专学此派ꎬ同祖«王制»ꎮ 其实孔子

一人之言ꎬ前后不同ꎮ 予谓从周为孔子少壮之

学ꎬ因革为孔子晚年之意者ꎬ此也ꎮ” 〔３４〕可见ꎬ“因
革”既是孔子晚年之意ꎬ也是孔子的“晚年定论”
或“最后训诫”ꎮ

孔子少壮之时“从周”ꎬ晚年“因革继周”ꎬ这
既是孔子自身的改变ꎬ其实也是孔子实施的以

«王制»取代«周礼»的改制变法活动ꎮ 孔子本人

的言与行ꎬ堪称实践“因革”原则的典范ꎮ 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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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主因革”方面已经作出了表率ꎬ廖平时

代的儒家士大夫ꎬ如果要以孔子的信徒自居ꎬ那
就有义务亦步亦趋地效仿ꎮ 从法理上看ꎬ晚年孔

子“主因革”的言行ꎬ相当于在法律上创立了一

个先例ꎬ而且还是一个神圣的、必须遵循的先例ꎮ
由此可见ꎬ“主因革论”ꎬ是廖平经学在“今古之

分”中ꎬ为变法找到的第一个法理依据ꎮ
(二)救文弊论

上文已经提到孔子的“挽弊补偏”之意ꎬ这
其实已经暗示了廖平在“今古之分”中为变法找

到的第二个法理依据ꎬ那就是“救文弊”ꎮ
稍作比较即可发现ꎬ廖平创作«今古学考»

的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ꎬ与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其实

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一种文明秩序及其原理

趋于解体、走向终结的时代ꎮ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自

不必说ꎬ十多年后是戊戌变法ꎬ接下来就是辛亥

革命ꎬ华夏文明从君主制转向共和制ꎬ延续了两

千年的经学时代转向后经学时代ꎮ 再看孔子的

时代ꎬ由文、武、周公开创的礼乐文明秩序趋于式

微ꎬ礼崩乐坏、周文疲敝成为压倒性的、最为显著

的时代精神ꎬ于是ꎬ“周末名流ꎬ竞欲救文ꎮ 老、
尹、桑、庄ꎬ厌弃文敝ꎬ至于排仁义ꎬ不衣冠ꎮ 矫枉

者必过其正ꎬ此诸贤之苦心ꎬ救世之良药也ꎮ” 〔３５〕

换言之ꎬ孔子时代的“诸贤”ꎬ在周文疲敝的压力

下ꎬ竞相寻求“救世之良药”ꎬ这仿佛就是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竞相出现的“变法之议”的预演ꎻ反过来

看ꎬ廖平时代的“变法之议”则仿佛是孔子时代

的“竞欲救文”之再现ꎮ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变法之议”的兴起ꎬ主要是

因为晚清积弊甚多ꎻ同样ꎬ“周制到晚末积弊最

多ꎬ孔子以继周当改ꎬ故寓其事于«王制»”ꎮ〔３６〕因

此ꎬ孔子制作«王制»以取代周制ꎬ“皆以救文胜

之弊ꎬ因其偏胜ꎬ知其救弊也ꎮ 年岁不同ꎬ议论遂

异ꎮ 春秋时诸君子皆欲改周文以相救ꎬ孔子«王
制»即用此意ꎬ为今学之本旨”ꎮ〔３７〕晚清之积弊几

乎就是晚周之积弊的再现ꎮ
孔子的«王制»ꎬ就是为了“救文胜之弊”ꎬ亦

即“救文弊”ꎮ 如果有人提出ꎬ“«王制»制度ꎬ孔

子全用殷礼ꎬ抑亦别有所本?”对于这个可能的问

题ꎬ廖平的回答是:孔子同时参用了四代之制ꎬ不
过ꎬ“春秋时ꎬ夏以前礼制皆残缺不可考ꎮ 大约孔

子意在改制救弊ꎬ而虞乐、夏时以外多不可考ꎬ故
建国立官ꎬ多用殷制ꎬ«纬»云«春秋»用殷礼是

也”ꎮ〔３８〕孔子制作«王制»ꎬ虽然较多地吸取了殷

制ꎬ但也坚持兼收并蓄ꎮ 孔子的目标或自我期

许ꎬ主要在于“救文弊”ꎬ只要有利于实现这个目

标ꎬ各种资源都可以为己所用ꎬ都可以综合运用ꎮ
由此可见ꎬ“救文弊”是孔子立法改制赖以

展开的一个实质性的理由ꎬ它同时也是廖平为

１９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变法提供的一个实体性的

法理依据ꎬ因为ꎬ廖平的时代同样面临着“救文

弊”的迫切任务ꎮ
(三)为经学论

如果“救文弊”可以为廖平时代的改制变法

提供实体性的法理依据ꎬ那么ꎬ立足于“今古之

分”的“今学为经学”之论ꎬ则可以为廖平时代的改

制变法提供形式性的法理依据ꎮ 实体是实ꎬ形式

是名ꎮ 对于改制变法来说ꎬ“救文弊”是“实”ꎬ这
样的“实”固然很重要ꎬ但是ꎬ“名”也很重要ꎮ 因

为ꎬ“名不正ꎬ则言不顺ꎻ言不顺ꎬ则事不成”ꎮ〔３９〕 所

谓“言不顺”ꎬ就是在法理上不能得以证立ꎮ
“为经学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ꎮ “为经学”

是“今学为经学”的简称ꎬ这是相对于古学而言

的ꎮ 根据廖平的“今古之分”ꎬ今学具有经学的

性质ꎬ但是ꎬ古学仅仅是史学ꎮ 从古学所宗的«周
礼»来看ꎬ“古学«周礼»与«左传»不同ꎬ«左传»
又与«国语»不同ꎬ至于«书»、«诗»所言ꎬ更无论

矣ꎮ 盖«周礼»既与«国语»、«周书» 不同ꎬ«左

传»又多缘经立义之说ꎮ 且古学皆主史册ꎬ周历

年久ꎬ掌故事实ꎬ多不免歧出ꎬ故各就所见立说ꎬ
不能不多门ꎮ 至于今学ꎬ则全祖孔子改制之意ꎬ
只有一派ꎬ虽后来小有流变ꎬ然其大旨相同ꎬ不如

古学之纷繁也ꎮ” 〔４０〕

古学立说多门ꎬ主要是因为ꎬ古学 “主史

册”ꎬ古学的内容出自周代历史上的众多史册ꎬ所
以它的内容“纷繁”ꎮ 同一个问题ꎬ在不同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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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中ꎬ经常会出现不同的说法ꎮ 今学的依据是孔

子之意ꎬ相关典籍上的记载“大旨相同”ꎬ这与

“古学之纷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ꎮ 在今学与古

学之间形成的这种单一与纷繁的对照ꎬ主要的根

源在于:今学是经学ꎬ古学是史学ꎮ
试举例说明ꎬ«论语􀅰先进»提到了“会同”

之礼ꎬ据朱熹的解释ꎬ“诸侯时见曰会ꎬ众俯曰

同ꎮ” 〔４１〕廖平以这里的“会同”为例ꎬ认为ꎬ“«论
语»有会同ꎬ是当时本有会同ꎬ故公西举之ꎬ此
«论语»据古学之证也ꎮ «周礼»有会同ꎬ合于«论
语»ꎬ是«周礼»用旧仪典册之证也ꎮ «春秋»无

同ꎬ是孔子不守周礼ꎬ自立新制之证也ꎮ «左传»
无同ꎬ是«左传»缘经立说ꎬ经所无者不能有之证

也ꎮ” 〔４２〕换言之ꎬ«周礼»有“会同”之礼ꎬ主要是

因为«周礼»采用了“旧仪典册”这类史册资料的

缘故ꎬ“«春秋»无同”ꎬ表明«春秋»是孔子改制变

法、独立制作的成果ꎮ 这就是宗«春秋»的今学

与宗«周礼»的古学走向分野的一个根源ꎮ
从源头上看ꎬ“«周礼»之书ꎬ疑是燕赵人在

六国时因周礼不存ꎬ据己意ꎬ采简册摹仿为之者ꎮ
其先后大约与«左传»、«毛诗»同ꎬ非周初之书

也ꎮ 何以言之? 其所言之制与«尚书» 典礼不

合ꎬ又与秦以前子书不同ꎮ 且«孟子»言:‘诸侯

恶其害己ꎬ而去其籍ꎮ’无缘当时复有如此巨帙传

流ꎮ 故予以为当时博雅君子所作ꎬ以与«王制»
相异ꎬ亦如«左传»之意ꎮ” 〔４３〕 这就是说ꎬ«周礼»
是对各种史料进行加工整理的产物ꎬ它是史学的

产物ꎬ因而ꎬ宗«周礼»的古学是史学ꎻ相比之下ꎬ
宗«王制»的今学则是经学ꎮ

在廖平经学“初变”的时代及其前后ꎬ史学

与经学的划分具有根本性的意义ꎬ正如他在稍后

的«知圣篇»中所言:“经学与史学不同:史以断

代为准ꎬ经乃百代之书ꎻ史泛言考订ꎬ录其沿革ꎬ
故«禹贡锥指»、«春秋大事表»ꎬ皆以史说经ꎬ不
得为经学ꎮ” 〔４４〕 简而言之ꎬ经学作为裁决一切是

非的终极规范ꎬ可以相当于今天的宪法ꎬ而且是

可以流传百代的宪法ꎮ 这就正如蒙文通所言:
“由秦汉至明清ꎬ经学为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ꎬ思

想与行为、政治与风习ꎬ皆不能出其轨范ꎮ” 〔４５〕 至

于史学ꎬ那仅仅是学术文献ꎮ 如果把经学比作今

天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规范ꎬ那么ꎬ史学就

相当于今天的法律史料ꎮ 如果“今学为经学”能
够成立ꎬ那意味着ꎬ见于«王制»的改制ꎬ是一种

依据最高规范进行的改制ꎬ其法理依据ꎬ就相当

于今天依据宪法规范进行的法律创制、法律修改ꎮ
把以上分述的三个方面结合起来ꎬ可以说ꎬ

廖平在以“今古之分”为主题的经学“初变”中ꎬ
“主因革论”为变法提供了可供遵循的神圣先例

原则ꎬ“救文弊论”为变法建构了可供依赖的实体

法理依据ꎬ“为经学论”为变法提供了可供依赖的

形式法理依据ꎮ 这就是廖平经学在“初变”之际为

１９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变法提供的法理依据ꎮ

三、“尊抑之分”中的变法之理

廖平经学的“二变”其实是在“初变”完成后

不久就发生了ꎮ 如果把“初变”最终完成的时间

节点定在«今古学考»成书的 １８８６ 年ꎬ那么ꎬ两年

后的 １８８８ 年ꎬ廖平就写成了«知圣篇»与«辟刘

篇»ꎬ这两篇著作是“二变”时期的代表作ꎬ标志

着廖平经学“二变”的完成ꎮ 今日所见的«古学

考»(即«辟刘篇»)开篇即称:“旧著«知圣篇»ꎬ
专明改制之事ꎬ说者颇疑之ꎮ 然既曰微言ꎬ则但

取心知其意ꎬ不必大声疾呼ꎬ以骇观听ꎮ” 〔４６〕 可见

是先有«知圣篇»ꎬ后有«辟刘篇»ꎮ
经学“二变”何以发生? 按蒙文通的解释ꎬ

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ꎮ “夫今古学ꎬ两汉之事也ꎬ
不明今古则不足以知两汉之学ꎬ然而两汉之事固

不足持之以语先秦ꎮ 推两汉学之本ꎬ更溯源于先

秦则可ꎬ墨守汉人之学以囿先秦则不可ꎮ”因此ꎬ
“苟进而上求其源ꎬ经学胡因而成此今古两家ꎬ其
说礼制又胡因而致今古之参错ꎬ初则以为孔子晚

年、初年之说不同也ꎬ说不安ꎬ则又以为孔子之学

与刘歆之伪说不同也”ꎮ〔４７〕 这就是说ꎬ经学“二
变”是为了进一步知先秦之学ꎬ当然也是为了进

一步推知今古两家经学的成因ꎬ是为了让经学的

理论更加彻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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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廖平的自述ꎬ经学“二变”发生的缘由是:
“考究古文家渊源ꎬ则皆出许、郑以后之伪撰ꎮ 所

有古文家师说ꎬ则全出刘歆以后据«周礼»、«左
氏»之推衍ꎮ 又考西汉以前ꎬ言经学者ꎬ皆主孔子ꎬ
并无周公ꎻ六艺皆为新经ꎬ并非旧史ꎮ 于是以尊经

者作为«知圣篇»ꎬ辟古者作为«辟刘篇»ꎮ (外间

所祖述之«改制考»ꎬ即祖述«知圣篇»ꎬ«伪经考»
即祖述«辟刘篇»ꎬ而多失其宗旨ꎮ)群言淆乱折诸

圣ꎮ 东汉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ꎻ贞观黜周公

为功臣ꎬ以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ꎮ 乃历代追崇

有加ꎬ至以黄屋左纛ꎬ祀以天子礼乐ꎮ 当今学堂ꎬ
专祀孔子ꎬ若周公ꎬ则学人终身未尝一拜ꎮ” 〔４８〕

所谓«辟刘篇»ꎬ顾名思义ꎬ就是一篇“批判

刘歆之书”ꎮ 为什么批判刘歆? 因为他是孔门的

大奸臣ꎬ“刘歆颠倒五经ꎬ至今为烈ꎮ 真为圣门

卓、操ꎬ庠序天魔ꎮ 盖其才力既富ꎬ又假借莽势ꎬ
同恶相济ꎬ故党羽众多ꎬ流害深广ꎬ不惟翻经作

传ꎬ改羼«佚礼»而已ꎮ 至于史书纬候ꎬ亦多所改

窜ꎬ后来流说ꎬ愈远愈误ꎬ至于不可究诘ꎮ” 〔４９〕 不

过ꎬ“辟刘”也是为了证明孔子、«王制»的神圣

性ꎮ 由于这个缘故ꎬ如前所述ꎬ梁启超把“二变”
的要义概括为“孔真刘伪”ꎬ这样的概括当然也

没有问题ꎬ«辟刘篇»确实是以“刘伪”为中心的ꎮ
但是ꎬ“孔真”之说却不是太贴切ꎬ因为ꎬ廖平经

学的前提就是“孔真”ꎬ甚至是“孔圣”ꎮ «知圣

篇»之要义与其说是“孔真”ꎬ还不如说是“尊孔”
或“尊今”ꎬ与之相对应ꎬ«辟刘篇»的要义即为

“抑刘”或“抑古”ꎮ 由此ꎬ廖平经学“二变”的主

题不妨概括为:以“尊孔、今ꎬ抑刘、古”为主要内

容的“尊抑之分”ꎮ 这样的“尊抑之分”对于 １９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变法ꎬ提供了何种法理依据?

«知圣篇»开篇即称:“孔子受命制作ꎬ为生

知ꎬ为素王ꎬ此经学微言ꎬ传授大义ꎮ 帝王见诸事

实ꎬ孔子徒托空言ꎬ六艺即其典章制度ꎬ与今«六
部则例»相同ꎮ ‘素王’一义ꎬ为六经之根株纲

领ꎬ此义一立ꎬ则群经皆有统宗ꎬ互相启发ꎬ箴芥

相投ꎮ 自失此义ꎬ则形体分裂ꎬ南北背驰ꎬ六经无

复一家之言ꎮ” 〔５０〕 这几句纲领性的论断ꎬ主要着

眼于“受命” “素王” “微言”这样几个关键词ꎬ从
而为变法提供了本源性的法理依据ꎬ对此ꎬ前文

已经有所揭示ꎮ 进一步说ꎬ在“受命论” “素王

论”“微言论”这样一些法理根基之上ꎬ如果说

«今古学考»所承载的“今古之分”ꎬ已经为变法

提供了“主因革论”“救文弊论”“为经学论”这样

一些具体的法理依据ꎬ那么ꎬ由«知圣篇» 以及

«辟刘篇»(«古学考»)承载的“尊抑之分”ꎬ为变

法提供的法理依据ꎬ主要体现为以下“三论”ꎮ
(一)六经大法论

据«今古学考»ꎬ“郑君以«王制»为殷礼ꎮ 但

知与«周礼»不合ꎬ而不知此为孔子手订之书ꎬ乃
改周救文大法ꎬ非一代所专ꎬ即今学之本也ꎮ” 〔５１〕

孔子制作«王制»的意图在于“改周救文”ꎬ但«王
制»的性质是素王孔子手订的“大法”ꎬ这是“今
古之分”已经提出的观点ꎮ 在«知圣篇»中ꎬ“大
法”的范围扩大至六经:“六经统为素王ꎬ万世之

大法也ꎮ” 〔５２〕意思是ꎬ六经统为素王所制ꎬ都是可

以规范万世的大法ꎮ 这就是“六经大法论”ꎮ 廖

平还提示我们ꎬ“素王事业ꎬ与帝王相同ꎬ位号与

天子相埒ꎮ «易»与«春秋»ꎬ则如二公也ꎻ«诗»、
«书»、«礼»、«乐»ꎬ则如四辅条例也ꎮ 欲为之事ꎬ
全见六艺ꎮ” 〔５３〕 六经是一个整体ꎬ表达了素王建

构文明秩序的一个体系化的安排ꎮ
在六经这个“大法”体系的内部ꎬ形成了错

落有致的关系ꎮ 其中ꎬ«诗» 有一个特别之处:
“言无方物ꎬ可以便文起义ꎮ” 〔５４〕 «诗»是抽象的ꎬ
可以向各个不同的方向引申ꎮ 这样的特质ꎬ让
«诗»在六经中占据了一个基础性的地位ꎮ 因

而ꎬ“经学四教ꎬ以«诗»为宗ꎬ孔子先作«诗»ꎬ故
«诗»统群经”ꎬ“«诗»者ꎬ«春秋»之大成ꎻ«春秋»
者ꎬ«诗»之嚆矢ꎮ 孔子六经微意具同ꎬ«诗»为

天ꎬ«书»为人ꎬ«春秋»王伯ꎬ«礼»附«书»ꎬ«乐»
附«诗»ꎬ皆取旧文而润色之ꎬ非仅删定而已ꎮ” 〔５５〕

如果六经是垂范万世的大法ꎬ那么«王制»
呢? 就«王制»与六经的关系来说ꎬ“凡«王制»所
言ꎬ皆六艺之纲领ꎬ仲尼没ꎬ弟子乃集录之ꎮ 六经

制度ꎬ全同此书ꎮ 当删定时ꎬ不审其为旧文新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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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六艺皆明王法ꎬ 而此乃王者之制ꎬ 宜无不

同ꎮ” 〔５６〕这就是说ꎬ«王制»是六经的纲领ꎬ六经是

«王制»的表达ꎮ 就仿佛“月映万川”所示ꎬ«王
制»就相当于那一轮明月ꎬ“六艺”则是从不同的

角度反映了«王制»的要求ꎮ 从实践运用的角度

来看ꎬ«王制»借助于六艺ꎬ可以更好地规范公共生

活ꎬ进而建构文明秩序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ꎬ我们

才可以理解ꎬ“通经致用ꎬ为儒林之标准ꎮ 汉儒引

«春秋»折狱ꎬ立明堂ꎬ议辟雍ꎬ各举本经以对ꎬ博士

明达政体ꎬ其官多至宰辅ꎮ 余既立«王制»ꎬ以扫一

切支离破碎无用之说、不急之辨ꎮ” 〔５７〕

由此看来ꎬ“六经大法论”的完整含义是:六
经在«王制»的统领下ꎬ成为了“万世之大法”ꎮ
六经既是“大法”ꎬ意味着六经具有规范意义ꎬ同
时也表明ꎬ遵循六经乃是一个神圣的义务ꎮ 对于

廖平时代的变法来说ꎬ如果能够在六经体系中找

到依据ꎬ那么ꎬ变法之理ꎬ就是不容置疑的ꎮ
(二)作述分说论

所谓“作述分说论”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

解ꎮ 一方面是“作”ꎮ “作”就是制作、改制、变
法、立法ꎮ 按照廖平的观点ꎬ«王制»与六经都是

孔子作为素王创制的大法ꎮ 只不过ꎬ“旧说以六

经为帝王陈迹ꎬ庄生所谓‘刍狗’ꎬ孔子删定而行

之ꎮ”然而ꎬ“作者谓圣ꎬ述者谓贤ꎬ使皆旧文ꎬ则
孔子之修六经ꎬ不过如今之评文选诗ꎬ纵其选择

精审ꎬ亦不谓选者远过于作者ꎮ 夫述旧文ꎬ习典

礼ꎬ两汉贤士大夫与夫史官类优为之ꎬ可覆案也ꎬ
何以天下万世独宗孔子? 则所谓立来、绥和、过
化、存神之迹ꎬ全无所见ꎬ安得谓‘生民未有’耶?
说者不能不进一解ꎬ以为孔子继二帝三王之统ꎬ
斟酌损益ꎬ以为一王之法ꎬ达则献之王者ꎬ穷则传

之后世ꎮ 缵修六经ꎬ实是参用四代ꎬ有损益于其

间ꎬ非但钞袭旧文而已ꎮ” 〔５８〕概而言之ꎬ«王制»与
六经都是孔子作为圣人或素王之所“作”ꎮ

另一方面是“述”ꎮ 孔子虽然“作”了«王制»
与六经ꎬ但是ꎬ这个事情是不能明说的ꎬ只能称之

为“述”ꎬ亦即贤人或贤者之“述”ꎮ 这是什么缘

故呢? 原来ꎬ“经传制事ꎬ皆有微显、表里二意ꎬ孔

子制作ꎬ里也ꎬ微也ꎻ托之‘文王’ꎬ表也ꎬ显也ꎮ 自

喻则为作ꎬ告人则云述ꎮ 以表者显者立教ꎬ以改作

之意为微言ꎬ故七十子以后ꎬ此义遂隐ꎬ皆以«王
制»、«春秋»为文王西周之政ꎬ不复归之制作ꎮ” 〔５９〕

这就是说ꎬ显与微、表与里、作与述ꎬ经传采

用这种双层叙事结构ꎬ其实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

择ꎬ完全是出于孔子的不得已ꎮ 在经传中ꎬ“孔子

惟托空言ꎬ故屡辨作、述ꎮ 盖天命孔子不能不作ꎬ
然有德无位ꎬ不能实见施行ꎬ则以所作者存空言

于六经ꎬ托之帝王ꎬ为复古反本之说ꎮ 与局外言ꎬ
则以为反古ꎻ与弟子商榷ꎬ特留制作之意ꎮ 总之ꎬ
孔子实作也ꎬ不可径言作ꎬ故托于述ꎮ” 〔６０〕 在«论
语»中ꎬ“孔子自言改作者甚详ꎬ如告颜子用四

代ꎬ与子张论百世ꎬ自负‘斯文在兹’、‘庶人不

议’ꎬ是微言之义实尝以告门人ꎬ不欲自掩其迹ꎮ
孟子相去已远ꎬ独传‘知我’、‘罪我’之言ꎬ‘其义

窃取’之说ꎮ 盖‘天生’之语ꎬ既不可以告涂人ꎬ
故须托于先王以取征信ꎮ” 〔６１〕

对孔子来说ꎬ无论是“托于先王”ꎬ还是“托
于述”ꎬ其实都只是一个策略ꎬ因为ꎬ只有在“托
于述”的掩护下ꎬ孔子才能完成“作”的事业ꎬ这
相当于“明修栈道(述)ꎬ暗渡陈仓(作)”ꎬ最终的

目标ꎬ还是要“作”ꎮ 毕竟ꎬ“‘«春秋»天子之事’ꎬ
诸经亦然ꎮ 一人一心之作ꎬ不可判而为二ꎮ «春
秋»未修之先ꎬ有鲁之 «春秋»ꎻ «书»、 «诗»、
«礼»、«乐»非修之先ꎬ亦有帝王之«书»、«诗»、
«礼»、 «乐»ꎮ 修 «春秋»ꎬ 笔削全由孔子ꎻ 修

«诗»、«书»、«礼»、«乐»ꎬ笔削亦全由孔子ꎮ «春
秋» 据旧史言ꎬ则曰 ‘修’ꎻ从取义言之ꎬ则曰

‘作’ꎮ 修即所谓‘述’ꎬ当日翻定六艺ꎬ是为圣

作ꎬ人亦称孔子为作ꎮ 其云‘述而不作’ꎬ言‘不
作’即作也ꎬ言‘述’即非述也ꎬ与‘其文则史ꎬ其
义则窃取’同意ꎮ 而作、述之事ꎬ即兼指六经ꎬ不
独说«春秋»ꎮ” 〔６２〕

由此ꎬ我们可以看到“述而不作”的真实含

义:“六艺本为孔子新义ꎬ特自托之于 ‘述’ꎬ
«左»、«国»则以为皆出于孔子以前ꎮ 如韩宣子

见«易象»ꎬ季札观乐歌«诗»ꎬ与«书»、«礼»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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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ꎮ 以六艺当出于孔子前ꎬ盖因‘述而不作’
语ꎬ遂举六艺尽归之国史旧文ꎮ 后人不知此说出

于依经立义ꎬ指以为实ꎬ微言之说ꎬ遂全为«左»、
«国»所乱矣ꎮ” 〔６３〕 倘若要拨乱反正ꎬ就应当特别

注意«论语»ꎮ 因为ꎬ“孔子为素王ꎬ知命制作ꎬ翻
定六经ꎬ皆微言也ꎮ 圣门师弟相传ꎬ常语如此ꎬ
«论语»是也ꎮ 而又有隐微其言者ꎬ如周丧期ꎬ孔
子制作定为三年ꎬ三代通同之ꎮ «尚书»言三年

者ꎬ非实事ꎬ新制也ꎮ 宰我、子贡疑其事ꎬ孔子答

以‘古人皆然’ꎮ ‘古人’即指«尧典»‘三载ꎬ四海

遏密八音’事ꎬ不明言改制也ꎮ 曾子问丧ꎬ亦有

‘夏后氏三年’之文ꎬ实则孔子为主改帝王以合

己ꎬ使若帝王实已如此ꎬ不过取之为说ꎮ” 〔６４〕 归结

起来ꎬ“孔子作六艺ꎬ撰述微意ꎬ全在 «论语»ꎮ
«诗»为五经之凡例ꎬ«论语»者ꎬ又六艺之凡例

也ꎮ 其中多师弟传心精微隐秘之言ꎬ与夫商酌损

益之说ꎬ故其言改制及六艺者百余章ꎮ 欲知六艺

根源ꎬ宜从«论语»始ꎮ” 〔６５〕

“作”“述”分立或分说ꎬ作为孔子选择的一

种行动策略ꎬ可以提示廖平时代的改制变法者ꎬ
对变法之理的寻求ꎬ特别是关于变法之理的阐

述ꎬ是要讲究策略的ꎬ其中尤为重要的ꎬ是要着眼

于变法的预期目标、实际效果、客观条件ꎬ来寻

求、阐述变法之理ꎮ 而且ꎬ变法之理可以进行复

调叙事:在变法者内部ꎬ要讲关于“作”的法理ꎻ
面对反对派、对立面ꎬ要讲关于“述”的法理ꎮ

(三)托之空言论

前文提到ꎬ«诗»有一个重要的特质是“言无

方物”ꎮ 这种“无方物”之“言”ꎬ就是“空言”ꎮ 那

么ꎬ空言到底是什么“言”? 原来ꎬ孔子当年ꎬ“自
卫返鲁ꎬ作«诗»言志ꎬ以殷末寓素王之义ꎬ明三

统之法ꎮ 特后来以«诗»之空言ꎬ未能明切ꎬ恐后

人失其意ꎬ故再作«春秋»ꎬ实以行事ꎮ «孟子»引
«诗»与«春秋»明王迹ꎬ«史记»引‘空言不如行

事’ꎬ皆此义也ꎮ 制作知命ꎬ当从五十为断ꎮ 非因

获麟乃起«诗» «易»ꎬ详天事ꎬ言无方物ꎬ所谓空

言ꎮ «春秋» «尚书»乃将天言衍为人事ꎬ空言在

后ꎬ行事在前ꎬ事有早迟ꎬ其义一也ꎮ” 〔６６〕

由此看来ꎬ所谓“空言”ꎬ主要在于描述改制

变法的基本理念ꎬ或者是提供一个轮廓性的构

想ꎮ 作为空言的«诗»比较抽象ꎬ孔子担心世人

不能理解ꎬ于是再作«春秋»ꎬ让抽象的基本理念

变得“可触摸”ꎮ 这就是从«诗»到«春秋»的逻

辑ꎬ也是从“空言”到“行事”的路径ꎮ 对于两者

的关系ꎬ孔子已有权威性的解释:“我欲载之空

言ꎬ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ꎮ” «史记索

隐»还有进一步的说明:“孔子之言见«春秋纬»ꎬ
太史公引之以成说也ꎮ 空言谓褒贬是非也ꎮ 空

立此文ꎬ而乱臣贼子惧也ꎮ” 〔６７〕

廖平的解释更加明晰而具体: «诗» «书»
«礼»«乐»可称经学四教ꎬ“四教中以«诗»为纲ꎬ
以«书»与«礼»、«乐»为目ꎮ 然«诗»为空言ꎬ尚
未明著ꎬ然后乃作«春秋»ꎬ以实«诗»意ꎮ 所谓

‘深切著明’者也ꎮ 孔子之意本在于«诗»ꎬ后来

«春秋»说盛ꎬ遂全以«诗»说说«春秋»ꎮ 言‘志在

«春秋»’ꎬ不言«诗»之志ꎬ实则«书»、«春秋»皆

统于«诗»ꎬ特一为空言ꎬ一为行事ꎮ” 〔６８〕

孔子为什么要托之空言? 原来ꎬ这跟前文所

说的“作述分说”一样ꎬ依然是孔子的一个行动

策略:“盖改制苟铺张其事ꎬ以为必如殷之改夏ꎬ
周之改殷ꎬ秦、汉之改周ꎬ革鼎建物ꎬ诏勅施行ꎬ征
之实事ꎬ非帝王不能行ꎮ 若托之空言ꎬ本著述之

常ꎬ春秋时礼坏乐崩ꎬ未臻美富ꎮ 孔子道不能行ꎬ
乃思垂教ꎬ取帝王之成法ꎬ斟酌一是ꎻ其有时势不

合者ꎬ间为损益于其间ꎬ著之六艺ꎬ托之空言ꎬ即明

告天下ꎬ万世亦不得加以不臣悖逆之罪也ꎮ” 〔６９〕

尽管“托之空言”与“作述分说”都带有策略

的性质ꎬ但是ꎬ“托之空言”还是具有相对独立的

法理意蕴:与“行事”相对应的“空言”ꎬ主要在于

表达一种相对抽象的法理ꎬ“行事”则是一种结

合事实的相对具体的叙述ꎮ “空言”由于远离现

实ꎬ不直接针对现实ꎬ更容易“明告天下”ꎬ更容

易完成一场“静悄悄的革命”ꎮ 在这里ꎬ让我们

遥想伏尔泰时代的法国:“曾几何时ꎬ大部分法国

人的思想还是以博絮哀(通译为波舒哀———引者

注)为参照的ꎻ但转瞬间ꎬ法国人就全效仿起了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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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泰:这分明是一场革命”ꎬ〔７０〕 孔子“托之空言”
的改制变法ꎬ在一定意义上ꎬ就相当于伏尔泰取

代博絮哀ꎮ 紧随在廖平经学“二变”之后ꎬ康有

为试图以«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为戊戌变

法提供正当性的依据ꎬ其实也是一次“托之空

言”的实践活动ꎮ 由此可见ꎬ廖平对“托之空言”
的发掘ꎬ为戊戌变法提供了可供遵循的法理路径

与可供依赖的法理支撑ꎮ
以上所述的“六经大法论”“作述分说论”“托

之空言论”ꎬ大致反映了廖平经学在以“尊抑之分”
为主题的“二变”中ꎬ为变法提供的法理依据ꎮ

四、“小大之分”中的变法之理

廖平经学的“三变”ꎬ出现在戊戌变法之际ꎮ
关于其经学“三变”的前因后果ꎬ廖平的“三变

记”有专门的交待ꎮ
据廖平自述ꎬ其经学的前“两变”及其理论

成果ꎬ均存在明显的不足ꎬ“大抵皆就中国一隅言

孔子”ꎬ眼界所及ꎬ仅限于中国范围之内ꎮ 就以前

“两变”所推崇的«王制»来说ꎬ其旨在规范的疆

域只有五千里ꎮ 此外ꎬ即使经历了“初变”与“二
变”ꎬ其经学理论对«中庸»中的“洋溢中国ꎬ施及

蛮貊”ꎬ还有«礼运»中的“大同”学说ꎬ都没有给

予足够的注意与回应ꎮ 只要不是«周礼»中明文

规定的内容ꎬ居然都忽略过去了ꎮ 好在转机及时

出现了:“戊戌在资中ꎬ因«诗» 之‘小球’、‘大
球’ꎬ与‘小共’、‘大共’对文ꎮ (‘共’作‘贡’ꎬ九
州之贡ꎮ)«顾命»之‘天球’、‘河图’ꎬ纬说以‘河
图’为九州地图ꎬ据«诗»、«书» ‘小’、‘大’连文

者ꎬ‘小’字皆在‘大’字之上ꎮ 定‘天球’为天图ꎬ
‘小球’、‘大球’为地图ꎮ 先‘小’后‘大’ꎬ即由

内推外ꎮ”于是ꎬ“乃改用«周礼» «地形训» ‘大九

州’说之ꎬ编为«地球新义»ꎮ” 〔７１〕 眼界与视野由

此打开ꎬ廖平经学由面向“中国一隅”的经学转

变为面向世界、面向全球的经学ꎮ 已经历 “初

变”与“二变”的廖平经学ꎬ由此焕然一新ꎬ正如

他在 １８９８ 年“孟冬月”写成的«地球新义序»中

所言:“地球之说三百年矣ꎬ以新言之ꎬ何也? 曰:

言海舶广轮则为旧ꎬ引归六艺则为新ꎮ” 〔７２〕

大致说来ꎬ廖平经学的“三变”虽然是一个

持续了数年的过程ꎬ但其中的标志性的起始时

间ꎬ可以确定为戊戌(１８９８)之年ꎮ 至于“三变”
发生的地点ꎬ则在四川资中ꎬ标志性的著作则是

«地球新义»ꎬ“新义”之“新”ꎬ不在于“海舶广

轮”ꎬ或时人常言的坚船利炮ꎬ而是在于:以六艺

来解释地球ꎬ亦即要用六经来解释世界文明秩

序ꎮ 而且ꎬ透过“三变记”的修辞与表达ꎬ还可以

看到廖平隐含于其中的某种“今是而昨非”的反

省意味ꎮ 着眼于此ꎬ如果刻意放大“三变”在廖

平经学中的意义ꎬ似乎还可以不是太恰当地把他

的“经学三变”概括为 １８９８ 年的“资中悟道”ꎮ
在这里ꎬ为了更全面地把握作为 “经学三

变”的“资中悟道”ꎬ还有必要参考«廖季平年谱»
中的相关记载: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一八九

八)ꎬ先生四十七岁ꎮ 是年ꎬ资州知州风全聘主艺

风书院讲席ꎮ 正月由成都赴资”ꎬ“是年十月ꎬ成
«地球新义»一卷ꎬ即于资州以活字版排印”ꎮ 此

年ꎬ“撰 «古今学考» 二卷ꎮ 先生初作 «今古学

考»ꎬ今古者ꎬ今文古文也ꎮ 今作«古今学考»ꎬ古
者述古之皇帝王伯所谓上考ꎬ今者垂法全球ꎬ所
谓下俟ꎮ 先生以先秦以前经说兼言海外ꎬ如大

戴、邹衍、群纬博士ꎬ如伏韩ꎬ间有异闻ꎮ 东汉以

后ꎬ乃专详海内ꎮ 迄今海禁宏开ꎬ共球毕显ꎮ 必

用帝道兼海外ꎬ乃可使孔子之道百世莫违ꎮ” 〔７３〕

根据«廖季平年谱»中的这些记载ꎬ标志着

“三变”发生的著作ꎬ在«地球新义»之外ꎬ还有一

部«古今学考»ꎬ这里所说的“古今”与经学“初
变”之际的“今古”ꎬ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ꎬ正如

廖平在«井研艺文志􀅰古今学考二卷»中所言:
“平初作«今古学考»ꎬ‘今古’者ꎬ今文、古文也ꎮ
二十年后讲大统ꎬ乃作«古今学考»ꎬ所谓‘古今’
者ꎬ中国、海外ꎬ上考下俟也ꎮ” 〔７４〕 这再次说明ꎬ发
生于 １８９８ 年的廖平经学“三变”ꎬ关注的对象已

经从中国延伸至世界ꎮ
从中国延伸至世界ꎬ亦即从«王制»延伸至

«周礼»ꎬ从«春秋»延伸至«尚书»ꎮ 正如«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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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所述ꎬ“以«周礼»为根基ꎬ«尚书»为行事ꎬ亦
如«王制»之于«春秋»ꎮ 而后孔子乃有皇帝之

制ꎬ经营地球ꎬ初非中国一隅之圣ꎮ 庚子(１９００)
井研修 «艺文志»ꎬ用邵子说ꎬ以 «易»、 «诗»、
«书»、«春秋»四经ꎬ分配皇、帝、王、伯ꎮ”至 １９０３
年ꎬ“皇帝之说定ꎬ«周礼»之«集说»成ꎮ”以此为

基础ꎬ“考明«周礼»上圭三万里与«大行人»之大

九州ꎬ乃知皆为«周礼»师说ꎮ 根本既立ꎬ枝叶繁

生ꎬ皇帝之说ꎬ实较王伯尤为详备ꎮ 一人之书ꎬ屡
变其说ꎬ盖有迫之使不得不然者ꎮ 又安知不有鬼

谋天诱ꎬ以恢复我孔子‘大一统’之制作? 故编

为«小大学考»ꎮ”同时ꎬ“改‘今古’ 之名曰‘小

大’ꎮ 盖«王制»、«周礼»ꎬ一林二虎ꎬ互斗不休ꎬ
吾国二千年学术政治ꎬ实深受其害ꎮ 合之两伤ꎬ
甚于洪水猛兽ꎮ 今以«王制»治内ꎬ独立一尊ꎬ并
无牵掣ꎻ而海外全球ꎬ所谓三皇五帝之«三坟»、
«五典»者ꎬ则全以属之«周礼»”ꎬ“小、大既分ꎬ轻
清者上浮为天ꎬ重浊者下凝为地ꎬ而后居中之人

物ꎬ乃得法天则地ꎬ以自成其盛业ꎬ孔子乃得为全

球之神圣ꎬ六艺乃得为宇宙之公言ꎮ” 〔７５〕

根据廖平的自述ꎬ在 １８９８ 年之后ꎬ其经学

“三变”还经历了好几年的完善过程ꎮ 相对于

“初变”及“二变”ꎬ经过“三变”后的廖平经学之

要旨ꎬ在«三变记»中已有比较清楚的交待ꎮ 简

而言之ꎬ就是不再区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ꎬ转
而着眼于政治空间的大小ꎬ区分中国与世界ꎬ中
国为小ꎬ世界为大ꎮ 与之相应ꎬ“以«王制»为王、
伯ꎬ«周礼»为皇、帝ꎬ不用今古ꎬ但别小大ꎮ” 其

中ꎬ王、伯为小ꎬ皇、帝为大ꎮ 在大小两种空间里ꎬ
“皇、帝统天下ꎬ王、伯统国家”ꎮ〔７６〕孔子制作的六

艺ꎬ既是国家(中国) 需要遵循的法ꎬ也是天下

(世界)需要遵循的法ꎮ 这就是廖平经学“三变”
后的大意ꎬ相对于初变的“今古之分”、二变的

“尊抑之分”ꎬ此“三变”可以概括为“小大之分”ꎮ
那么ꎬ这样的经学大意ꎬ为变法改制提供了什么

样的法理依据? 根据廖平的论述ꎬ蕴含于“小大

之分”中的以下“三论”ꎬ可以为变法提供多方面

的法理依据ꎮ

(一)皇帝王伯论

前文已经提到ꎬ“经学三变”有一个重要的

论点ꎬ那就是皇帝王伯论ꎮ 这个理论与戊戌变法

具有紧密的关系ꎮ 因为ꎬ戊戌变法就是一次面向

世界的变法ꎬ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资源ꎬ推
动变法ꎬ以促成中国的富强ꎮ 这样的变法ꎬ必须

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ꎮ 廖平的皇帝王伯论ꎬ正
是为了回应这样的关系ꎮ 为了给中国吸纳外来

资源提供法理依据ꎬ廖平把中国归属于王、伯支

配的范围ꎬ把世界归属于皇、帝支配的领域ꎮ 这

种关于皇、帝与王、伯的划分理论ꎬ依廖平自述ꎬ
出于宋代邵雍的启发ꎮ

根据邵雍的«观物内篇»及«观物外篇»ꎬ皇、
帝、王、伯的划分可以说是一个“法自然” 的结

果ꎬ譬如ꎬ它可以与不同的自然现象相对应:“三
皇春也ꎬ五帝夏也ꎬ三王秋也ꎬ五伯冬也ꎮ” 〔７７〕 但

它同时也可以与不同的经书、不同的历史段落、
不同的价值理念相对应ꎬ譬如ꎬ“孔子赞«易»自

羲轩而下ꎬ序«书»自尧舜而下ꎬ删«诗»自文武而

下ꎬ修«春秋»自桓文而下ꎮ 自羲轩而下ꎬ祖三皇

也ꎮ 自尧舜而下ꎬ宗五帝也ꎮ 自文武而下ꎬ子三

王也ꎮ 自桓文而下ꎬ孙五伯也ꎮ 祖三皇ꎬ尚贤也ꎮ
宗五帝ꎬ亦尚贤也ꎮ 三皇尚贤以道ꎬ五帝尚贤以

德ꎮ 子三王ꎬ尚亲也ꎮ 孙五伯ꎬ亦尚亲也ꎮ 三王

尚亲以功ꎬ王伯尚亲以力ꎮ” 〔７８〕

邵雍所说的皇、帝、王、伯ꎬ既可以专指历史

上出现过的三皇五帝、三王五伯ꎬ同时也是一个

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划分:“所谓皇帝王伯者ꎬ
非独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而已ꎬ但用无为则皇也ꎬ
用恩信则帝也ꎬ 用公正则王也ꎬ 用知力则伯

也ꎮ” 〔７９〕按照这样的划分ꎬ皇帝王伯具有层级性:
依赖无为的“皇”最高ꎬ依赖恩信的“帝”次之ꎬ依
赖公正的“王”再次之ꎬ依赖智力的“伯”最低ꎮ
如果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来排列ꎬ那么ꎬ“一世之

事业者ꎬ非五伯之道而何? 十世之事业者ꎬ非三

王之道而何? 百世之事业者ꎬ非五帝之道而何?
千世之事业者ꎬ非三皇之道而何? 万世之事业

者ꎬ非仲尼之道而何? 是知皇帝王伯者ꎬ命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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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也ꎻ仲尼者ꎬ不世之谓也ꎮ” 〔８０〕 这就是说ꎬ在四

者之间ꎬ哪怕是居于顶端的三皇之道ꎬ也不及孔

子之道ꎻ不但不及ꎬ而且还有本质的区别ꎬ皇帝王

伯之道都是有限的ꎬ但孔子之道是无限的ꎮ
正是在借鉴邵雍关于皇帝王伯学说的基础

上ꎬ廖平提出了“小大之分”:王、伯的事业在中

国ꎬ皇、帝的事业在世界ꎬ中国的王、伯为小ꎬ世界

的皇、帝为大ꎮ 然而ꎬ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ꎬ无论

是王、伯ꎬ还是皇、帝ꎬ都是孔子立法调整的范围ꎮ
其间的差异仅仅在于:孔子制作的«王制» «春
秋»ꎬ是为了满足王、伯“治理中国”的需要ꎬ孔子

制作的«周礼»«尚书»是为了满足皇、帝“治理世

界”的需要ꎮ 根据这样的皇帝王伯论ꎬ面向世界ꎬ
借鉴、吸纳世界范围各种有益经验ꎬ来推动中国

的改制、变法ꎬ依然在孔子立法的框架内ꎬ并没有

违背孔子设定的文明秩序ꎮ 这就为变法者提供

了源于孔子、源于经学的权威理据ꎮ
(二)改文从质论

由戊戌变法所代表的变法ꎬ实质上就是向西

方学习ꎬ亦即向世界学习ꎮ 为了论证这种变法的

正当性ꎬ从而为变法提供理据ꎬ廖平还提出了一

个“改文从质论”ꎮ
文与质的关系ꎬ是儒家传统中的一个经典话

题ꎬ各种典籍中多有论述ꎬ这里不再展开ꎮ 且看

廖平 １８９６ 年写成的«论语汇解凡例»给予的专门

解释:“文质之说ꎬ王者大纲ꎮ 二者不偏ꎬ乃为至

当ꎮ «论语»或取伯子ꎬ或讥子成ꎮ 盖上古简略ꎬ
由质而文ꎬ孔子定礼ꎬ自当从周ꎮ 此一说也ꎮ 孔

子殷人ꎬ以商后自托ꎬ故公羊家有改文从质之说ꎮ
«论语»一主创制加隆ꎬ一以王后自比ꎬ而‘野’、
‘史’一章ꎬ折中一是ꎬ彬彬合中ꎬ是为定制ꎮ 须

知法久必至于敝ꎬ矫枉难免不偏ꎮ 救弊之言ꎬ与
通行之义ꎬ固两不相妨也ꎮ” 〔８１〕

根据廖平 １８９８ 年写成的 «改文从质说»ꎬ
“文”指中国ꎬ“质”指西方ꎬ理由是ꎬ“孔子论质之

弊曰野ꎬ野者鄙陋ꎬ与都士相反ꎮ 泰西不重伦常ꎬ
绝于名教ꎬ极古今中外之变ꎬ而求一与文相对相

反之质ꎬ非泰西而何?”泰西代表质ꎬ学习泰西ꎬ就

是为了“改文从质”ꎬ当然ꎬ最终的目的则是前文

已经论及的“救文弊”ꎮ 然而ꎬ“今之守旧者ꎬ于
维新政事已深恶而痛绝之”ꎮ〔８２〕对于这种反对变

法的守旧者ꎬ廖平根据«周礼» «左传» «春秋»诸
经传ꎬ从多个方面予以驳斥ꎮ 譬如ꎬ“«左传»‘礼
失求野’ꎬ非即取法外国乎? 浮海居夷ꎬ不嫌鄙

陋ꎬ是毂辐版图并包海外ꎬ五会之民固未尝在屏

绝之列ꎬ且夷夏之防严于宋人ꎬ六艺恶小求大ꎬ正
与相反ꎮ 即以«春秋传»所谓荆、徐、扬、梁ꎬ传者

亦称夷狄ꎬ无论滇、黔、闽、粤也ꎻ圣人化去畛域ꎬ
引而进之ꎬ教泽所及ꎬ乃得成全«禹贡» 九州之

制ꎮ 今遽以华夏自居ꎬ屏西人于门墙之外ꎬ是犹

方一登岸ꎬ遂绝后来之问津ꎻ我既果腹ꎬ遂御外人

之学稼ꎬ可乎?” 〔８３〕回答自然是“不可”ꎮ
按照廖平的这种思维方式ꎬ既要学习 “西

人”ꎬ也要在学习“西人”的同时接纳“西人”、教
化“西人”ꎬ乃是中国人不容推卸的一个道德义

务ꎮ 试想ꎬ“圣教遍中国ꎬ而忍使泰西数千万之生

灵不入圣国ꎬ长为不教之民乎? 其来也ꎬ天启之ꎻ
天又不使其轻易得闻圣教也ꎬ使之讲格致ꎬ谋资

生ꎬ课农工ꎬ治战守ꎬ合海外诸国男女老幼竭精殚

思ꎬ前后相继考求ꎬ始得一定之法ꎬ以投贽于中

国ꎬ束脩之仪不可谓不厚ꎮ 中国文弊已深ꎬ不能

不改ꎬ又不能自创ꎬ而仰给于外人ꎻ亦如西人灾患

已平ꎬ饱暖已极ꎬ自新无术ꎬ而内向中国ꎮ 中取其

形下之器ꎬ西取我形上之道ꎮ 日中为市ꎬ交易得

所而退ꎬ文质彬彬ꎬ合乎君子ꎮ 此文质合通ꎬ百世

损益之大纲也ꎮ” 〔８４〕

既要学习“西人”ꎬ又要教化“西人”ꎬ那么ꎬ
西方人与中国人ꎬ孰为先生? 孰为学生? 廖平的

回答是ꎬ一部分中国人当学生ꎬ另一部分中国人

当先生ꎮ 具体地说ꎬ“学人之事ꎬ官吏主之ꎻ教人

之事ꎬ师儒主之ꎮ 古法以«孝经»治内ꎬ«春秋»治
外ꎬ今当反用其道ꎬ以«春秋»政治治内ꎬ«孝经»
名理驭外ꎮ 百僚当北面ꎬ师考其养育富强文明之

治功ꎻ师儒一如该国ꎬ立校讲学ꎮ 盖天下学问与

政治同ꎬ困小则劣ꎬ通博则廓ꎮ 中国自号文明ꎬ闭
关自守ꎬ未见不足ꎬ一自通商ꎬ神州遂触其短ꎬ相

—６３１—

　 ２０２３. ２􀅰学者专论



形见绌ꎬ所宜修改者甚多ꎮ 第彼此颠倒ꎬ互有长

短ꎬ非观博通ꎬ难达经旨ꎮ” 〔８５〕

中国的官吏群体需要向西人学习ꎬ以实现富

国强兵ꎬ提升中国的硬实力ꎻ至于像廖平这样的

“师儒”ꎬ则需要以«孝经»之类的儒家经典教化

西人ꎮ 概而言之ꎬ中国需要改文从质ꎬ因此ꎬ中国

学习西方的目标是实现我们的富强ꎻ西方需要改

质从文ꎬ因此ꎬ中国教化西方的目标是提升他们

的德性ꎮ 由此看来ꎬ改文从质论包含两个指向:
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是改文从质ꎬ站在西方的立场

上是改质从文ꎮ 这样的改文从质论强调相互学

习、取长补短、互通有无ꎬ可以满足变法时代中国

人的某些心理期待ꎬ有助于为那个时代的变法提

供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的正当理据ꎮ
(三)政体循环论

只要谈变法ꎬ难免会涉及政治制度、政府机

构方面的改革ꎬ这是变法的题中应有之义ꎮ 着眼

于为这个方面的变法提供法理依据ꎬ廖平在经学

“三变”的背景下ꎬ还写下了一篇«忠敬文三代循

环为三等政体论»ꎬ以“政体循环论”ꎬ为政治上

的变法提供理论辩护ꎮ
在传统中国ꎬ政治意义上的循环论由来已

久ꎮ 据«白虎通»:“王者设三教者何? 承衰救

弊ꎬ欲民反正道也ꎮ 三正之有失ꎬ故立三教ꎬ以相

指受ꎮ 夏人之王教以忠ꎬ其失野ꎬ救野之失莫如

敬ꎮ 殷人之王教以敬ꎬ其失鬼ꎬ救鬼之失莫如文ꎮ
周人之王教以文ꎬ其失薄ꎬ救薄之失莫如忠ꎮ 继

周尚黑ꎬ制与夏同ꎮ 三者如顺连环ꎬ周而复始ꎬ穷
则反本ꎮ” 〔８６〕相似的理论表达还见于«礼记􀅰表

记»及其他典籍中ꎮ
正是以这样的循环论为基础ꎬ廖平写道:

“«礼»说:夏尚忠ꎬ其弊也野ꎬ则救之以敬ꎻ殷尚

敬ꎬ其弊也鬼ꎬ则救之以文ꎻ周尚文ꎬ其弊也史ꎬ则
更循环用忠ꎮ 古有是说ꎬ三‘尚’殊难实指ꎬ窃以

世界时局考之ꎬ则所谓忠、敬、文者ꎬ即西人所谓

专政、民权、共和也ꎮ” 〔８７〕 这就是说ꎬ忠、敬、文分

别代表了夏商周采用的三种政体ꎬ三种政体是相

互循环的ꎮ 这样的政体循环理论既然出自权威

经典ꎬ那就相当于在最高法典中找到了依据ꎮ 然

而ꎬ如果从世界范围来看ꎬ忠、敬、文分别代表的

三种政体ꎬ恰好就是西方的专制政体、民权政体

与共和政体ꎬ它们也是相互循环的ꎮ
按照廖平的论述ꎬ法国革命、美国革命ꎬ就相

当于中国历史上的汤武革命ꎮ “古之汤、武ꎬ其革

命者大约与今海外同ꎬ所谓蛮野之君权ꎮ 尊君ꎬ
故谓之忠ꎮ 凡人当合群之初ꎬ以与禽兽争ꎬ必立

君ꎮ 君者ꎬ群也ꎮ 初籍君以合群ꎬ战胜禽兽ꎬ非君

不能存立ꎬ故奉君以为圣神不可犯ꎮ 积久弊生ꎬ
君暴厉于上ꎬ苛政至猛于虎ꎬ民不堪命ꎬ乃轰炸以

复其仇ꎮ” 〔８８〕专制政体就此覆灭ꎬ民权政体取而

代之ꎮ 这既是汤武革命的历史效应ꎬ也是法国革

命、美国革命的历史效应ꎮ
如果专制政体对应于“夏之忠”ꎬ那么ꎬ取而

代之的“民权政体”就对应于“殷之敬”ꎮ 在民权

政体下ꎬ“民之隐衷ꎬ必尽情发泄ꎬ使无余蕴ꎬ而后

有公理ꎮ 当此世界ꎬ所谓民权、平等、自由ꎬ如虚

无党之必欲尽去政府而后快ꎮ 今之西人正如古

之汤、武ꎬ孟子所有贵民轻君之说ꎬ为此时代而

言ꎬ论公理不分贵贱ꎬ君民交战ꎬ正如水火阴阳ꎬ
物极而反ꎬ变本加厉ꎮ” 〔８９〕这就是西人的“民权政

体”之弊ꎮ 在华夏历史上ꎬ则体现为:“弑君杀

相ꎬ国无宁岁ꎬ人心厌乱ꎬ天意随之视听ꎬ虽取民

权ꎬ不得不参用君权ꎬ合夏、商、周为一治ꎬ故谓之

文”ꎬ〔９０〕亦即转变为“周之文”ꎮ 这就相当于西方

的“民权政体”转变为“共和政体”ꎮ
经过夏、商、周之后ꎬ政体重新循环ꎬ中国的

政体第二次回到“尊君”之“忠”ꎬ但又不是简单

的重复ꎬ因为ꎬ“二次之君统早已合三质而混化

之ꎮ 自其外貌观ꎬ君不似君ꎬ民不似民ꎮ 由春秋

至今ꎬ细为分划ꎬ以千年为一周ꎬ吾国正当二次共

和之时代ꎬ故不能谓之为民权ꎬ亦不能谓之为君

权ꎬ盖已变野而文明ꎮ” 至于未来的中国政体ꎬ
“当与全球合并而为大一统ꎮ 从周而大夏ꎬ从大

夏而大殷ꎬ从大殷而大周ꎬ三次之三统当更文明ꎬ
则固非吾辈所及见矣”ꎮ〔９１〕根据这样的政体循环

论ꎬ中国固有的政体必然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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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融合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

政体ꎬ就是政体循环论的题中应有之义ꎬ这就为

改制、变法提供了巨大的理论空间ꎬ变法之理由

此得到了有力的强化、深化ꎮ
以上分述的“皇帝王伯论” “改文从质论”

“政体循环论”ꎬ体现了廖平在“经学三变”的过

程中ꎬ立足于“小大之分”为变法提供的法理依

据ꎬ这些理据虽然说法不一ꎬ但有一些共同的特

点ꎬ那就是ꎬ在尊崇孔子、依赖六经的原则下ꎬ面
向世界、面向全球ꎬ既要改进国家治理ꎬ还要追求

全球治理ꎮ

五、结　 语

根据廖平自号的“六译”以及自命的“六译

馆丛书”这样一些相对固定的名号ꎬ以及多家硕

学名宿的归纳总结ꎬ廖平经学当以“六变” 计ꎮ
但是ꎬ上文关于廖平经学的分述ꎬ主要着眼于其

中的“前三变”ꎬ较少涉及“后三变”ꎬ作出这种选

择的原因ꎬ前面已经略有交待ꎬ这里还可以稍作

补充:廖平经学的“后三变”关注的“天人”、«黄
帝内经»等主题ꎬ与变法及其法理的关系相对疏

远ꎻ相对说来ꎬ“前三变”所蕴含的法理与变法具

有密切的关系ꎬ尤其是与戊戌变法的关系ꎬ更是

密不可分ꎮ 在某种程度上ꎬ戊戌变法甚至可以视

为廖平关于变法之“理”或“道”凝聚而成的肉

身ꎬ从而为“道成肉身” 之隐喻再添一个实例ꎮ
进而言之ꎬ如果廖平经学的“前两变”可以作为

戊戌变法的思想前奏、法理前奏ꎬ那么ꎬ廖平经学

的“第三变”几乎与戊戌变法同步发生ꎬ几乎可

以视为关于戊戌变法之理的“即席发言”或“现
场解说”ꎮ

相关研究表明ꎬ“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ꎬ维
新变法运动在四川兴起”ꎬ“１８９８ 年初”ꎬ宋育仁

“联络具有维新思想的官绅学人” 组织了蜀学

会ꎬ作为“宣传维新变法的社会团体”ꎬ蜀学会出

版了«蜀学报»ꎬ “廖平任总纂”ꎬ «蜀学报» 于

１８９８ 年 ５ 月 ５ 日创刊发行ꎬ“对开展维新变法运

动和传统蜀学的转型起到推动作用”ꎮ〔９２〕 这些史

实说明ꎬ廖平不仅为戊戌变法提供了法理依据ꎬ
而且还以“«蜀学报»总纂”的身份ꎬ积极参与了

戊戌变法ꎮ
进一步看ꎬ廖平不仅是戊戌变法的参与者ꎬ

而且还是辛亥革命的行动者ꎮ 据记载ꎬ１９１１ 年

春ꎬ廖平受“川汉铁路公司总理曾培”之聘ꎬ担任

“«铁路月刊»主笔”ꎬ“十月ꎬ四川军政府成立”ꎬ
“尹昌衡继任都督ꎬ杀前四川总督赵尔丰ꎮ 革命

党人亦杀署四川总督端方于资州ꎮ 四川军政府

设枢密院ꎬ 聘先生暨诸暨楼藜然任 正 副 院

长”ꎮ〔９３〕这就是说ꎬ廖平在戊戌变法时期阐述的

法理ꎬ不仅可以支持改制与变法ꎬ而且还可以支

持革命ꎬ他的法理既是支持戊戌变法的法理ꎬ同
时也是支持辛亥革命的法理ꎮ 正是由于这个缘

故ꎬ查阅王闿运在“丙辰(１９１６)七夕”为“竹庵

«诗录»”所作的跋语ꎬ可以看到这样的自述与评

论:“及主讲成都ꎬ专以六经课士ꎬ弟子胡延、张祥

龄喜文词ꎬ廖平治«公羊»ꎮ 其后胡、张出仕ꎬ颇
有政绩ꎮ 廖倡新说ꎬ谈革命ꎬ遂令天下纷扰ꎮ” 〔９４〕

廖平“倡新说”ꎬ既谈改制、变法ꎬ也“谈革

命”ꎮ 比较而言ꎬ康有为只谈改制、变法ꎬ不谈革

命ꎬ这就是廖平与康有为的区别ꎮ 前文提到蒙文

通之言:康氏“未穷廖师之柢蕴”ꎬ“不得以康氏

之言概廖氏学”ꎬ原因就在这里ꎮ 此外ꎬ在写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一篇中ꎬ蒙
文通还说:“以董生变 ‘易姓’ 之事为 ‘继体之

君’ꎬ于‘汤、武革命’漫曰‘三代改制’ꎬ则仅当于

‘五际’‘改政’之义耳ꎮ 于是‘改制’之说起ꎬ而
‘革命’之论淆ꎬ至晚近谈‘变法’而旨益隘ꎮ 董

生变其所学ꎬ以委曲于汉ꎬ固无以愈于公孙弘之

阿世ꎬ然儒术遂行ꎬ儒显而道以晦ꎬ独非董生之咎

哉!” 〔９５〕这段论述旨在批判董仲舒只讲改制ꎬ不
讲革命ꎮ 但是ꎬ透过字里行间ꎬ却可以隐约看到

蒙文通对“晚近”谈“变法”的康有为的批判:“晚
近”的变法者康有为只知继承董仲舒的衣钵ꎬ只
知变法ꎬ不知革命ꎬ且越来越狭隘ꎮ〔９６〕 相比之下ꎬ
廖平关于改制、变法之说ꎬ却包含了革命之义ꎮ
这就是蒙文通所说的康氏“未穷廖师”的含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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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ꎬ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廖平经学的

法理向度:旨在为改制、变法、革命寻求法理ꎮ 不

过ꎬ在 １９ 世纪八九十年代ꎬ尤其是在“前三变”
中ꎬ廖平经学的法理向度集中体现为变法之理ꎬ
亦即为戊戌变法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中国变法

改制提供法理依据ꎬ廖平也由此书写了戊戌变法

时期的中国主流法理学ꎬ因为ꎬ那个时代的中国

主流精神就是改制变法ꎮ 至于后来的辛亥革命

的担纲者ꎬ譬如像孙中山这样的革命家ꎬ他们秉

持的革命法理ꎬ主要是源于西方的自由民主ꎬ与
廖平坚守的儒家本位、孔子本位ꎬ已经出现了至

为明显的分野ꎮ
在全面勾画廖平的法理学说之后ꎬ应当如何

概括廖平法理学的特质? 较之于廖平之前的龚

自珍、魏源、冯桂芬、郭嵩焘等人的法理学ꎬ廖平

的法理学有何特别之处? 对此ꎬ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予以分述ꎮ
首先ꎬ廖平的法理学堪称中国法理学在 １９

世纪八九十年代最为精粹的部分ꎮ 廖平的法理

学产于蜀地ꎬ彼时的蜀地ꎬ虽然被很多人想象为

闭塞的内地ꎬ似乎不如京沪那样得风气之先ꎬ然
而ꎬ根本性的变化其实早已悄然发生:在 １９ 世纪

的后期ꎬ广西、云南、西藏等西南省份ꎬ还有西北

的新疆ꎬ已经处于西方列强的觊觎之下ꎮ 因此ꎬ
彼时的蜀地已经成为了一个靠近边疆的地区ꎬ这
样的地理环境对于廖平的经学ꎬ特别是对他的面

向全球的“经学三变”ꎬ具有较大的影响ꎮ 此外ꎬ
由于机缘的巧合ꎬ廖平在青年时代的学习环境也

有诸多优越之处:１８７５ 年ꎬ张之洞在成都创办尊

经书院ꎬ次年ꎬ廖平就进入这家著名的书院学习ꎮ
他不仅受教于张之洞、王闿运ꎬ而且与俞樾、潘祖

荫、康有为、刘师培等人ꎬ都有方式各异的深入交

往ꎮ 多种机缘ꎬ促成了廖平的思想高度与法理厚

度ꎮ 蒙文通说:“廖师之所以成一家之言ꎬ与所以

发千载之绝绪者ꎬ本自不同ꎬ统观学脉ꎬ穷源而竟

其流ꎬ则近世之学ꎬ孰为正宗ꎬ孰为旁支ꎬ孰为贤

劳ꎬ孰为乱贼ꎬ于一人之言ꎬ孰为谛论ꎬ孰为余事ꎬ
而后之人所以继往哲、续前功ꎬ其端又安在ꎬ自可

瞭然ꎮ” 〔９７〕按照这样的评价ꎬ廖平可以代表 １９ 世

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思想的“正宗”ꎬ如果这

种看法是有道理的ꎬ那么ꎬ廖平的法理学也可以

代表那个时代的中国法理学的“正宗”ꎬ“正宗”
就是主流ꎬ就是最为厚实、精粹的那个部分ꎮ

其次ꎬ廖平的法理学是儒家传统中的法理

学ꎮ 自 １９ 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法理学ꎬ有一个

普遍的趋势是:在西方的坚船利炮的威逼之下ꎬ
对中国固有的法理传统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疏

离ꎬ或多或少都在强调“师夷”ꎻ即使是在中国文

化的框架下铺陈法理ꎬ也呈现出对儒家、法家等

各家学说的兼收并蓄ꎮ 廖平的法理学虽然也有

“师夷”的因素ꎬ但却表现出对儒家ꎬ尤其是对孔

子的坚守与信仰ꎬ而且ꎬ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原教旨主义”的色彩ꎮ 正如他在 １９０９ 所作的

«尊孔篇»中所言:“学人之尊孔ꎬ必如沙门之尊

佛ꎬ斯近之矣ꎮ” 〔９８〕在廖平经学及其法理向度中ꎬ
确实也表现了这种“沙门尊佛”式的尊孔ꎮ 无论

是见于“初变”的“今古之分”、见于“二变”的“尊
抑之分”、见于“三变”的“小大之分”ꎬ还是见于

“三变”之后的其他各“变”ꎬ廖平对孔子的尊崇

可谓一以贯之ꎬ从来没有发生变化ꎮ 这种情况ꎬ
如果是在 １８ 世纪以前ꎬ可能还在意料之中ꎬ置诸

１９ 世纪八九十年代ꎬ那就是一种令人略感意外

的现象ꎮ 以至于他的弟子蒙文通也认为ꎬ“廖师

过重视孔子ꎬ以为今古皆一家之言ꎬ故以为初年、
晚年之异说ꎬ又以为大统、小统之殊科”ꎮ〔９９〕 这里

的“过”ꎬ显然是超过了蒙文通本人重视孔子的

程度ꎮ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ꎬ这样的“过”也表

明了廖平对孔子的信仰具有浓厚的宗教成分ꎮ
由此看来ꎬ廖平是一个被儒家文化ꎬ尤其是孔子

文化所化之人ꎬ是孔子学说在戊戌变法时代的忠

实传人ꎬ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ꎬ如前所述ꎬ在冯

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ꎬ要把廖平作为

中国哲学史在经学时代的最后之人ꎮ
最后ꎬ廖平的法理学是玄想的法理学ꎮ 廖平

的经学具有玄想的性质ꎬ他的法理学自然也有这

种玄想的性质ꎮ 针对这种玄想式的经学ꎬ钱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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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批评:“廖之治经ꎬ皆先立一见ꎬ然后搅扰群书

以就我ꎬ不啻‘«六经»皆我注脚’矣ꎬ此可谓之考

证学中之陆王ꎮ” 〔１００〕这种陆王式的“六经注我”ꎬ
不妨概括为“玄想”ꎮ 廖平经学中的“今古之分”
“尊抑之分” “小大之分”ꎬ其实都带有玄想的性

质ꎮ 在廖平的成学过程中ꎬ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曾

偏好考据学ꎬ据«廖季平年谱»ꎬ１８７６ 年ꎬ２５ 岁的

廖平“入尊经后ꎬ始从事训诂文字之学ꎮ 博览考

据诸书ꎬ始觉唐宋人文不如训诂书字字有意ꎮ 数

月后ꎬ遂泛览无专功ꎮ” 〔１０１〕 再看廖平在«经学初

程»中的自述:“丙子(１８７６)从事训诂文字之学ꎬ
用功甚勤ꎬ博览考据诸书ꎬ冬闲偶读唐宋人文ꎬ不
觉嫌其空滑无实ꎬ不如训诂书字字有意ꎮ 盖聪明

心思ꎬ于此一变矣ꎮ 庚辰(１８８０)以后ꎬ厌弃破碎ꎬ
专事求大义ꎬ以视考据诸书ꎬ则又以为糟粕而无

精华ꎬ枝叶而非根本ꎮ” 〔１０２〕 这就是说ꎬ廖平对于

“考据诸书”的专注ꎬ持续的时间很有限ꎬ至迟从

１８８０ 年开始ꎬ就告别了考据之路ꎬ转而走上了一

条作为思想家或哲学家的成学之路ꎬ从这个角度

来看ꎬ钱穆以“考证学中之陆王”描述“廖平治

经”ꎬ并不恰当ꎬ因为廖平治经ꎬ总体上不在“考
证学中”ꎬ在他 １８８０ 年之后的经学研究及其法理

向度中ꎬ虽然也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ꎬ但是ꎬ这
些理与法理ꎬ玄想的色彩是颇为明显的ꎮ 他是

“陆王式”的思想家ꎬ也以思想家的方式创造了

他的法理学ꎬ但他的经学并不是“考证学”ꎬ他也

不是“考据家”ꎮ
正是因为这种“玄想”的“六经注我”的特

征ꎬ在论述廖平经学之法理向度的过程中ꎬ笔者

总是会想到黑格尔关于历史哲学的建构逻辑ꎬ他
说:“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ꎬ因为欧洲绝

对地是历史的终点ꎬ亚洲是起点ꎮ”所以ꎬ“我们

首先必须讨论的是东方ꎮ”然后ꎬ“希腊的世界便

可比做 ‘青年时代’ꎬ因为这里渐有个性的形

成ꎮ”接下来ꎬ“第三个因素便是抽象的普遍性的

领域:这就是罗马国家ꎬ也就是历史上‘壮年时

代’的艰苦的工作ꎮ”最后ꎬ“日尔曼世界出现ꎬ这
是世界历史的第四个因素ꎮ 假如我们把这个因

素和人类的时代来比较ꎬ便要把它看作是人生的

‘老年时代’了ꎮ 自然界的‘老年时代’是衰弱不

振的ꎻ但是‘精神’的‘老年时代’却是完满的成

熟和力量ꎬ这时期它和自己又重新回到统一ꎬ但
是以‘精神’的身分重新回到统一ꎮ” 〔１０３〕 黑格尔

建构“历史哲学”的这种方式ꎬ较之于廖平建构

经学、建构法理学的方式ꎬ可谓异曲同工ꎬ形不似

而神似ꎮ 以这种“玄想”的方式建构起来的经学

与法理学ꎬ虽然不够“科学”、不够“实证”ꎬ被一

些人视为“穿凿附会”ꎬ但是ꎬ它作为一种思想或

法理学ꎬ却自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ꎮ 正如黑格尔

的历史哲学ꎬ虽然也是玄想的产物ꎬ但它在思想

史上的意义ꎬ它对于世界与历史的解释力ꎬ却没

有人可以否认ꎮ 廖平的法理学ꎬ亦即廖平经学的

法理向度ꎬ也可以作如此观:虽然它是玄想的产

物ꎬ但有效地解释了戊戌变法前后的时代精神ꎬ
描绘了处于巨变中的华夏文明秩序ꎬ从而为戊戌

变法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改制、变法ꎬ提供了思

想基础与法理依据ꎮ
概而言之ꎬ廖平的法理学ꎬ主要是变法的法

理学ꎬ在这个意义上ꎬ可以把廖平的法理学视为

戊戌变法的思想前驱ꎮ 但与此同时ꎬ如果站在戊

戌变法的时间节点上眺望十几年后的辛亥革命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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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之理:廖平经学的法理向度


